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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室内可燃气体爆炸易造成严重结构破坏和人员伤亡。相较于狭长管道或隧道中的轴向火焰加速过

程，建筑室内空间多具有小长径比特征，其爆炸演化更易受壁面约束、泄压边界、障碍物、非均匀气体分布及多室连

通结构共同影响，表现出多峰超压、多向火焰传播和强非定常火焰—流动—压力耦合特征。围绕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

体爆炸研究进展，从超压演化及载荷表征、室内及外部火焰传播行为、火焰—流动—压力耦合机制和复杂建筑场景模

拟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综述。综合已有研究，复杂压力峰、局部火焰加速和跨区传播主要受界面失稳、腔体振荡、

外部再燃—反压反馈、障碍物诱导流动重构及连通口射流耦合等机制控制。未来应加强非均匀泄漏—积聚—点火过程、

多室连通、动态边界破坏、尺度效应和分层模型验证研究，并由单一峰值超压评价转向压力时程、火焰路径、流场结

构、结构响应和事故证据的综合分析。相关认识可为建筑室内气体爆炸机理研究、防爆减灾设计和事故调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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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gas explosions in low-aspect-ratio con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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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Tonghao1，LV Hua1,2，LI Xiaobin1,2

(1. Fire Protection Engineering Institute, Chinese People’s Police University, Langfang, 065000, Hebei, China;

2. Hebe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Fi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Langfang, 065000, Hebei, China)

Abstract: Combustible gas explosions in building spaces can result in severe structural damage and casualties. Unlike the 

predominantly axial flame acceleration observed in long ducts or tunnels, building spaces are often characterized by low aspect 

ratios and complex boundaries. Explosion dynamics in such spaces a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wall confinement, venting 

boundaries response, internal obstacles, non-uniform gas distribution, and multi-compartment connectivity, leading to multi-peak 

overpressure histories, multi-directional flame propagation, external flame development, and unsteady flame–flow–pressure 

coupling. Experimental, theoretical, and numerical studies on low-aspect-ratio confined gas explosions are reviewed, covering 

overpressure evolution, flame propagation, flame–flow–pressure coupling, and simulation approaches for complex building 

scenarios. Representative overpressure peaks are classified as initial venting, external explosion, combustion-induced, and 

oscillatory pressure peaks, and are interpreted in terms of vent opening, external re-ignition, flame-area growth, turbulence 

enhancement, Helmholtz oscillation, acoustic coupling, and pressure feedback. Accordingly, explosion loads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combining peak overpressure, rate of pressure rise, positive-phase duration, and impulse, rather than by peak 

overpressure alone. In low-aspect-ratio spaces, flame morphology is governed by multidirectional flow, wall interaction, vent-

induced flow, obstacle wakes, and inter-compartment jetting, rather than by a fixed spherical–finger-shaped–tulip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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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overpressure peaks, local flame acceleration, and cross-compartment propagation are mainly governed by interface 

instabilities, cavity oscillations, external deflagration–back-pressure feedback, obstacle-induced flow reorganization, and jetting 

through connecting openings. Numerical simulations are further reviewed in terms of engineering correlations,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models, porosity distributed resistance treatment, and high-resolution approaches such as large eddy simulat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ddress non-uniform leakage–accumulation–ignition processes, multi-compartment interactions, dynamic 

venting-boundary failure, scale effects, and hierarchical model validation, while hazard assessment should shift from peak 

overpressure alone to integrated analysis of pressure histories, flame trajectories, flow-field structures, structural response, and 

accident-scene evidence. The findings summarized here provide guidance for mechanism studies, explosion mitigation design, 

risk assessment, and accident investigation of gas explosions in building spaces.

Keywords: low-aspect-ratio confined space; building space; gas explosion; vented explosion; overpressure peak; flame 

propagation

气体爆炸是城市燃气使用过程中具有显著破坏性的灾害类型，其产生的爆炸超压、高温火焰和

冲击载荷可导致门窗破坏、围护结构失效、室内构件抛射及人员伤亡[1, 2]。建筑空间内可燃气体泄漏

后受房间边界约束、门窗状态、通风条件、家具/设备布置及空间连通方式影响，常形成非均匀预混、

局部分层或跨室迁移的状态；一旦遇到点火源，爆炸过程不再是理想均匀容器中的单一燃烧过程，

而是表现为多峰超压形成、火焰多方向传播、泄压喷射与外部再燃耦合、跨室压力传递及结构局部

破坏并存的复杂灾变过程[3, 4]。因此，认识建筑空间气体爆炸的演化规律，对于建筑燃气爆炸风险评

估、防爆减灾设计和事故调查具有重要意义。

既有气体爆炸研究中，管道、巷道和隧道等大长径比空间长期受到关注，其核心问题主要是一

维或准一维火焰加速、障碍物诱导湍流累积以及爆燃向爆轰转变（Deflagration-to-Detonation 
Transition，DDT）等[5, 6]。这些研究为认识建筑空间内火焰加速和压力增长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其传

播路径、边界反馈和压力演化特征与房间、舱室以及多室连通空间并不完全相同。在几何尺度上，

《气体爆炸泄压防护系统》（EN 14994）按 L/D 对受限空间进行分类，L 为沿爆炸主要传播方向的空

间长度，D 为垂直于该方向截面的直径，非圆截面可取等效圆直径，其中 L/D>25 为管道，

3<L/D≤25 为细长围闭空间，L/D≤3 为紧凑受限空间[7]。据此，本文将 L/D≤3 作为小长径比受限空

间的几何参考。与大长径比空间相比，L/D≤3 的小长径比受限空间的长、宽、高尺度相对接近，火

焰传播不再以长距离轴向一维或准一维发展为主，而更容易在较短距离内受到壁面反射、开口泄压、

局部扰动和多方向流动影响，从而表现出多维传播、多峰超压、阶段转换和多因素耦合特征[2, 4-8]。

近年来，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体爆炸相关研究正由理想单室、均匀预混条件下的单因素分析，

逐步发展为面向非均匀混合、障碍物耦合、多室互连及真实建筑布局条件下的实验与数值模拟相结

合研究。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体爆炸中的超压形成、火焰传

播和流动耦合规律，但相关认识仍较为分散：管道、隧道等大长径比空间研究难以直接解释小长径

比空间中的短距离边界反馈和多维火焰演化；单室、均匀预混和理想泄压条件下的研究也难以完全

反映建筑室内非均匀浓度分布、动态门窗破坏、家具/设备障碍物和多室连通等条件下的爆炸过程。

因此，有必要面向小长径比受限空间，系统梳理不同尺度、不同边界和不同复杂程度条件下气体爆

炸研究的共性规律、差异特征及适用边界。

虽然大尺度全尺寸燃气爆炸实验最接近真实建筑场景，但试验成本高、风险大，且难以系统覆

盖多种空间布局和工况组合。因此，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体爆炸研究通常按照由小到大、由简到繁

的路径研究，即小尺度规则容器和单室模型用于识别浓度、点火、泄压和火焰传播等基础规律；中

尺度房间、舱室模型用于校核几何尺寸、边界条件和多因素作用；大尺度建筑室内空间和多室结构

则用于服务燃气爆炸安全评估与工程防护。基于此，本文将小、中、大尺度小长径比受限空间统一

纳入综述范围，围绕超压发展、火焰传播及火焰—流动—压力耦合机理三个方面展开，重点归纳典

型模式、表征方法、关键因素及演化机制研究进展，以期为建筑燃气爆炸风险评估、安全防控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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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调查提供参考。

1 超压演化及载荷表征

超压载荷是受限空间气体爆炸造成结构破坏和人员伤害的主要作用形式之一。对于小长径比受

限空间，泄压开启、外部再燃、腔内燃烧强化和后期振荡等过程可能相继或交叠出现，使压力时程

呈现多峰演化和主导峰转换特征[9-14]。以下从超压形成的阶段性特征、超压载荷的表征参数以及超压

演化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梳理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体爆炸超压演化规律。

1.1 超压形成的阶段性特征

小长径比受限空间预混气体泄压爆炸，压力历程通常并非简单单峰变化，而是表现为具有阶段

性的多峰结构。已有研究表明，峰值超压的形成并不单纯取决于燃烧反应强度，而是泄压构件开启、

腔内燃烧强化、外部未燃气云再燃以及后期火焰—压力波—腔体耦合等多个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9, 14-

17]。Cooper 等[9]基于近立方体泄压容器实验，给出了低开启压力泄压条件下典型的超压多峰结构及火

焰演化阶段，如图 1 所示；还有研究将泄压爆炸压力峰分为泄压开启、已燃气体泄出、外部爆炸、

低频振荡/界面失稳、最大火焰面积和高频声学振荡等类型，并指出不同类型压力峰均可能在特定工

况下成为主导峰[13, 14]。为避免不同文献命名差异，本文按形成机理将典型压力峰统一归纳为初期泄

放峰( )、外部爆炸峰( )、燃烧增压峰( )和振荡压力峰( )。其中， 主要对应泄压构件开启、边P1 P2 P3 P4 P1

界条件突变及初期压力释放； 对应外部未燃气云再燃/外部爆炸及反压反馈； 对应腔内火焰面积P2 P3

增长、湍流增强和燃烧速率相对泄放能力增强的过程； 则与后期 Helmholtz 振荡、火焰—压力波—P4

腔体声学模态耦合或残余未燃气扰动有关。

图 1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体泄压爆炸典型超压多峰结构及形成阶段[9]

Fig. 1 Typical multi-peak overpressure structure and formation stages of vented gas explosions in small length-to-diameter 

confined spaces

1.1.1初期泄放峰（ ）P1

初期泄放峰( )通常是泄压爆炸过程中最早出现的特征峰。点火后，火焰传播导致高温燃烧产物P1

膨胀，腔内压力持续升高；当压力达到泄压板、玻璃或膜片等构件的开启阈值时，原有封闭边界转

变为部分开放边界，未燃气体和燃烧产物开始经泄压口外排，腔内压力增长速率随之降低，压力曲

线形成首个局部峰值。Cooper 等[9]将早期压力峰纳入泄压开启阶段；后续大尺度双室实验进一步表

明，该类峰值通常与泄压板失效、边界开启和未燃混合气外排过程有关。Rocourt 等[11]和 Kuznets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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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2]则从小尺度和中尺度氢气泄压爆燃角度表明，泄压面积、点火位置和泄压边界条件会显著影响

压力峰结构及其主导机制。

初期泄放峰( )的出现主要受泄压构件开启压力、泄压构件惯性、点火位置和初始燃烧速率控制。P1

泄压构件开启压力越高或响应越滞后，泄压前腔内压力积累越充分，初期泄放峰( )越容易增大并成P1

为主导峰[12, 18, 19]；相反，泄压构件较轻、开启压力较低或泄压面积较大时，泄放通道较早建立，早

期压力积累受到削弱，后续外部爆炸峰或燃烧增压峰则可能成为主导峰[19-21]。点火位置也会影响火

焰到达泄压口前的传播距离和压力积累过程，从而改变首峰及后续主导峰的竞争关系[19-21]。

小长径比空间火焰至泄压口的传播时间较短，初期泄放峰( )对边界开启条件和点火—泄压口相P1

对位置更为敏感；同时，泄压开启、未燃气外排和腔内早期燃烧增压过程容易在短时间内相互叠加，

使初期泄放峰( )不一定表现为孤立峰，而可能与后续外部爆炸峰或燃烧增压峰发生合并[14, 21]。在多P1

室连通空间中，门洞或连通口还可能起到类似内部泄压边界的作用，室间压差、门窗开启状态和相

邻空间附加体积会改变不同房间内的早期压力响应[15-17]。因此，初期泄放峰( )不宜简单等同于泄压P1

构件开启瞬间的压力响应，而应理解为泄压边界突变、早期气体外排与腔内燃烧增压相互作用形成

的初期载荷特征。

1.1.2 外部爆炸峰（ ）P2

外部爆炸峰( )是泄压爆炸区别于封闭爆炸的重要特征之一。泄压开始后，部分未燃混合气体先P2

于主火焰由泄压口喷出，在腔室或房间外形成可燃气云；当内部火焰传播至泄压口并点燃该外部气

云时，会发生外部再燃甚至局部爆炸，形成明显的外部压力波。该压力波可通过泄压口向腔内反馈，

改变泄压口两侧压差和气体排放过程，使腔内压力再次升高或形成新的局部峰值。Cooper 等[9]将该

类峰值归入外部爆炸阶段；Kuznetsov 等[12]、Rui 等[21]和 Chen 等[22]的实验研究进一步表明，泄出未

燃混合气被后续火焰点燃所形成的外部爆炸/二次爆炸，是造成多压力峰结构和内部压力再次响应的

重要原因之一。

外部爆炸峰( )的出现取决于外部可燃云形成和火焰点燃时序之间的匹配关系。一方面，泄压初P2

期需要有足够数量的未燃混合气体排出并在泄压口外保持可燃范围；另一方面，内部火焰需要在外

部气云尚未充分稀释前追上并点燃该气云。因此，外部爆炸峰( )的形成不是单纯由泄压面积、点火P2

位置或浓度中的某一因素决定，而是由未燃气外排量、外部气云形态、火焰射流强度和点火延迟时

间共同控制[21, 22]。当外部爆炸较强时，其产生的压力波还会削弱甚至反转泄压口两侧压差，进而抑

制后续排气并改变腔内压力演化[12, 21, 22]。

小长径比空间火焰至泄压口的传播距离较短，上述外部气云形成、火焰追赶点燃和反压反馈过

程更容易在相近时间尺度内发生。因此，外部爆炸峰( )往往不一定表现为独立峰，而可能与初期泄P2

放峰或燃烧增压峰发生叠加[2, 14, 21]。在多室连通结构中，门洞或连通口还可形成类似内部泄压口的喷

射通道，相邻空间附加体积、室间压差和跨室再燃会进一步改变外部爆炸峰或跨室再燃峰的幅值、

出现时刻及空间分布[15-17]。因此，外部爆炸峰( )不宜仅理解为室外可燃云的独立燃烧峰，而应视为P2

室内泄压排放、外部或跨室再燃以及反压反馈共同作用形成的耦合压力峰。

1.1.3 燃烧增压峰（ ）P3

泄压口开启后，腔体并不一定持续卸压。若火焰继续传播并导致火焰表面积增大、燃烧速率提

高，腔内压力可能再次升高，形成燃烧增压峰( )。在 Cooper 等[9]的典型多峰结构中，燃烧增压峰(P3

)通常对应腔内火焰继续发展并达到较大火焰面积时的压力上升；Solberg 等[23]则将该类压力增长与P3

火焰失稳或 Taylor 不稳定性等引起的火焰面积增长联系起来。Bauwens 等[24, 25]进一步表明，泄压面

积、点火位置和障碍物均会改变腔内燃烧强化过程。可见，燃烧增压峰( )并不是单纯按时间顺序出P3

现的第三峰，而是在泄压条件下腔内燃烧强化重新增强并影响压力演化后形成的压力峰。

燃烧增压峰( )对内部结构条件尤其敏感，其原因不在于结构本身简单的阻碍泄压，而在于障碍P3

物、孔板或局部拥塞会改变火焰前方未燃气体流动，形成尾流、剪切层和回流区，使火焰前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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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和褶皱，进而增大火焰表面积和局部热释放速率[24, 26-28]。当这种燃烧强化超过泄压卸载能力时，

腔内压力便可能再次升高并放大燃烧增压峰( )。因此，在解释燃烧增压峰时，内部结构不宜仅被视P3

为几何阻塞，而应理解为触发局部流场重构、火焰褶皱化和燃烧速率提升的重要机制来源。住宅尺

度泄压爆炸实验研究也表明，互连房间和家具类非均匀障碍物能够通过增强湍流、改变火焰传播路

径和调制泄压过程，显著影响压力生成过程[3]。因此，在复杂内部结构条件下，燃烧增压峰( )更容P3

易被放大，并可能在特定工况下成为造成结构破坏的主导压力峰。

从机理上看，燃烧增压峰( )反映的是腔内燃烧强化与泄压卸载之间的竞争关系：当火焰面积增P3

长、障碍物诱导湍流和局部热释放增强超过泄压排放带来的压力释放能力时，腔内压力便会重新上

升，并可能与外部爆炸峰或后期振荡峰发生叠加[14, 22, 29]。

1.1.4 振荡压力峰（ ）P4

在部分工况下，压力历程后期还会出现高频或低频振荡峰，其形成通常与 Helmholtz 振荡、火焰

失稳、Taylor 不稳定性以及压力波与腔体声学模态耦合有关。Cooper 等[9]将第四峰归因于压力波与容

器声学模态之间的耦合；Rocourt 等[11]在小尺度氢气泄压实验中也观察到，当泄压面积较小时，高频

声学耦合峰可成为主导压力。Guo 等[18]进一步指出，在压力快速衰减并出现局部负压后，外部气体

可能被回吸入腔体并带入新鲜氧气，从而促进残余可燃气体再次燃烧，形成后续附加压力峰。

振荡压力峰( )虽然常出现在主燃烧阶段之后，但并不意味着其危害可以忽略。与外部爆炸峰(P4 P2

)和燃烧增压峰( )相比，振荡压力峰( )更多反映的是火焰、压力波与腔体边界之间持续耦合的后期P3 P4

动力学响应。对于小长径比受限空间，腔体尺度较小、波反射路径较短，火焰与压力波的相互作用

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建立；在多室连通结构中，门洞、走廊和相邻空间还会改变系统的有效声学边界

和振荡模态，使后期压力振荡表现出更强的空间非均匀性[15-17]。因此，振荡压力峰( )可视为泄压爆P4

炸后期火焰—压力波—腔体边界相互作用的动态响应。

综上，小长径比受限空间中的泄压爆炸超压演化并非单峰、单机制控制的简单过程，而是具有

明显阶段性和多机制竞争特征的非定常载荷过程。表 1 对比了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体泄压爆炸典型

峰值超压、形成机理及主要调控因素，初期泄放峰( )、外部爆炸峰( )、燃烧增压峰( )和振荡压力P1 P2 P3

峰( )分别对应边界开启、外部再燃反馈、腔内燃烧强化和后期动力学耦合等不同物理过程。不同压P4

力峰可能在时间上相互接近、发生叠加或发生主导性转换，因此，对泄压爆炸超压的分析不宜仅比

较峰值超压，还应结合压力峰来源、出现时刻、持续时间及其对应的火焰传播阶段进行综合判断。

表 1 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体泄压爆炸典型峰值超压、形成机理及主要调控因素

Table 1 Representative overpressure peaks,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in vented gas explosions in 

low-aspect-ratio confined spaces
超压峰 形成机理 主要调控因素 典型作用规律 非线性/耦合表现 代表文献

初期泄放峰( )P1

泄压构件开启；边界由封

闭转为开放；排气速率突

变

泄压构件开启压力/方式、

构件惯性、泄压面积、点

火位置

开启压力高或响应滞后，泄压前压

力积累充分；泄压面积大或开启早，

早期积压减弱

泄压开启、早期排放和腔内增

压易叠加；多室压差可改变首

峰时序和幅值

[9, 10, 15, 17-
24, 64]

外部爆炸峰( )P2

未燃气外排形成外部气云；

突出火焰点燃；发生外部

再燃/爆炸

点火位置、泄压口位置、

泄压面积、开启压力、初

始浓度、外部约束

远端点火利于压力积累和未燃气外

排；泄压面积过小限制外排，过大

易稀释气云

外部再燃可与腔内峰重叠；反

压可削弱泄放并诱发二次峰或

峰值合并

[12, 15-17, 21, 
22, 32-42]

燃烧增压峰( )P3
火焰面积扩大；湍流增强；

燃烧速率超过泄放速率

障碍物/拥塞、家具设备、

堵塞率、点火位置、泄压

面积、连通口

障碍物诱导尾流湍流和火焰褶皱，

提高燃速和压升速率；障碍物位于

火焰路径，更强

真实家具难用单一堵塞率表征；

障碍物与泄压口/门洞耦合可

改变主导峰来源

[9, 13, 14, 23-
28, 42-48]

振荡压力峰( )P4

Helmholtz振荡；声学模态

激发；反射波与残余火焰

耦合；负压回吸诱发残余

燃烧

泄压面积、腔体几何、声

学边界、初始浓度、点火

位置、障碍物、多室连通

泄压面积和腔体几何影响低频振荡；

热释放波动与声压相位匹配，高频

峰可维持或放大

后期振荡不是单纯尾波；多室

连通会改变声学边界和衰减方

式

[9, 11, 14, 18, 
25, 30, 36, 49-
51]

1.2 超压载荷的表征参数

基于前述多峰压力时程特征，仅用单一峰值超压难以完整表征泄压爆炸对围护结构、门窗构件

和室内人员的作用效应。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体爆炸的不同特征峰可能对应不同的形成阶段、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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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压升速率和空间分布。因此，超压载荷评价应由单一的峰值超压扩展为多参数综合表征。

1.2.1 峰值超压
峰值超压 是泄压气体爆炸载荷评价中最常用的参数，通常定义为压力时程中相对于初始环境𝑝max

压力的最大正超压值，可表示为：

(1)𝑝max =𝑚𝑎𝑥[𝑝(𝑡)−𝑝0]

为测点处瞬时绝对压力， 为爆炸前初始环境压力。峰值超压能够直接反映爆炸过程中压式中，𝑝(𝑡) 𝑝0
力载荷的最大幅值，因此常作为不同试验或模拟工况下爆炸强度比较的基础指标[9, 13, 14]。

在泄压爆炸中，峰值超压 不一定对应同一物理过程。多峰压力时程中，最大峰值可能来源于𝑝max
泄压开启、外部再燃反馈、腔内燃烧强化或后期振荡等不同阶段。若仅报告单一峰值超压，而不说

明其对应的压力峰类型、出现时刻和火焰传播状态，容易掩盖主导成峰机制的差异[9, 13, 14]。因此，峰

值超压应与压力时程曲线、峰值出现时间和对应形成机制结合使用。

对于小长径比受限空间，峰值超压 还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由于房间尺度有限、边界反射𝑝max
快、泄压口和连通口附近流动变化剧烈，不同测点处的峰值超压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在多室连通空

间中，点火室、相邻房间和泄压口附近的最大压力还可能对应不同阶段和不同物理来源[15-17]。因此，

在实验或数值模拟结果分析中，应尽量同时给出典型测点的压力时程、各测点峰值超压及其出现时

刻，并结合房间位置、泄压路径和火焰传播过程判断主导载荷来源。

需要指出的是，峰值超压虽然直观，但并不能单独决定结构破坏程度。对于门窗玻璃、轻质隔

墙和围护结构等构件，破坏不仅与最大压力有关，还与压力上升速度、作用持续时间、冲量、构件

边界条件和动力响应特性有关。因此，峰值超压 更适合作为超压载荷表征的基础幅值参数，而应𝑝max
与压升速率、正相持续时间和冲量等指标共同用于评价泄压爆炸破坏效应。

1.2.2 压升速率
压升速率用于表征爆炸压力随时间增长的快慢。瞬时最大压升速率可表示为：

(2)(𝑑𝑝𝑑𝑡)max=𝑚𝑎𝑥[𝑑(𝑝(𝑡)−𝑝0)𝑑𝑡 ]
与峰值超压 主要反映压力载荷的最大幅值不同，压升速率反映压力加载过程的剧烈程度，更𝑝max

适合表征火焰加速、燃烧增强、外部爆炸反压反馈或局部压力波叠加等过程引起的快速压力建立。

在泄压爆炸多峰压力时程中，最大压升速率与峰值超压不宜默认对应同一压力峰或同一演化阶段，

应结合压力时程和火焰传播过程共同分析。

对于某一特征峰，还可采用该峰形成阶段的平均压升速率表征压力建立强度：

(3)(𝑑𝑝𝑑𝑡)avg,𝑘=
𝑝𝑘−𝑝𝑠
𝑡𝑘−𝑡𝑠

式中， 为第 个特征峰形成前的平均压升速率； 和 分别为第 个特征峰对应的超压值和(𝑑𝑝 𝑑𝑡)avg,𝑘 𝑘 𝑝𝑘 𝑡𝑘 𝑘

出现时刻； 和 分别为该峰压力增长阶段的起始超压和起始时刻。在多峰压力时程， 可对应初期𝑝𝑠 𝑡𝑠 𝑘

泄放峰( )、外部爆炸峰( )、燃烧增压峰( )和振荡压力峰( )。与 相比， 对瞬P1 P2 P3 P4 (𝑑𝑝 𝑑𝑡)max (𝑑𝑝 𝑑𝑡)avg,𝑘

时噪声不敏感，更适合比较不同工况下某一特征峰形成前的整体压力建立强度。

在封闭或近似封闭爆炸条件下，最大压升速率常用于评价爆炸严重度，并可与容积归一化参数

相结合表征燃烧加速能力；但在泄压爆炸中，压力增长过程同时受到燃烧增压和泄放卸载控制，压

升速率的物理含义更依赖其对应阶段。例如，初期泄放峰形成前的压升速率主要反映腔内早期燃烧

增压过程；外部爆炸峰附近的快速压升可能与外部再燃及反压反馈有关；燃烧增压峰阶段的压升速

率则更多反映火焰面积增长、湍流增强和热释放速率提高。因此，分析压升速率时应说明其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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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峰类型、出现时刻和主要物理过程，避免将不同阶段的压升过程简单等同。

对于小长径比受限空间，压升速率具有更强的瞬态性和空间差异性。由于火焰传播距离短、壁

面反射快，泄压边界开启、障碍物扰动和局部燃烧强化可能在相近时间尺度内发生，压力上升过程

往往更加集中；在多室连通空间中，门洞射流、室间压差和相邻空间燃烧还可能导致不同房间的压

升速率存在明显差异[15-17]。因此，仅比较整体 可能低估局部快速加载对门窗玻璃、轻质隔墙和连𝑝max
接构件的破坏作用；联合分析峰值超压、最大压升速率及对应峰值时刻，可分别识别瞬时快速加载

强度与特征峰形成阶段的平均压力建立强度。

1.2.3 持续时间与冲量
峰值超压和压升速率分别反映载荷幅值和加载速度，但仍不能完整描述结构所受爆炸作用。对

于结构动力响应而言，压力作用持续时间和冲量同样关键。冲量用于综合表征超压幅值和作用时间

的累积效应，正相冲量通常定义为正压作用阶段内超压对时间的积分：

(4)𝐼+ = ∫
𝑡+
𝑡0
[𝑝(𝑡)−𝑝0]d𝑡

式中， 为超压开始明显偏离环境压力的时刻， 为正相超压回落至环境压力附近的时刻，𝑡0 𝑡+ 𝑝(𝑡)−𝑝0
为测点处超压。对于多峰压力历程，若正压作用过程可区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正压作用段，可进一

步定义总正相冲量：

(5)𝐼Σ= ∑
𝑛
𝑖= 1

∫𝑡+ ,𝑖
𝑡0,𝑖

[𝑝(𝑡)−𝑝0]d𝑡

式中， 为正压峰或正压作用段数量， 和 分别为第 个正压作用段的起止时刻。对于结构动力分𝑛 𝑡0,𝑖 𝑡+ ,𝑖 𝑖
析，还可将实际压力—时间曲线等效为三角形载荷，并定义等效持续时间：

(6)𝑡eq =
2𝐼+
𝑝max

式中， 为对应正相作用段内的峰值超压。该式在保持峰值超压和正相冲量一致的𝐼+为正相冲量，𝑝max
条件下，将实际压力—时间曲线等效为三角形载荷，便于与结构动力响应分析相衔接。

冲量反映压力作用的累积效应。短历时强冲击下，结构响应通常更受冲量控制；当载荷持续时

间与结构自振周期或特征响应时间处于同一量级时，结构响应往往表现为压力—冲量共同控制；只

有在载荷持续时间显著长于结构特征响应时间、且压力变化相对缓慢时，才可近似按压力控制或准

静态响应处理[52-54]。因此，在建筑构件破坏评价中，峰值超压、持续时间和冲量不宜割裂使用，而

应结合构件质量、边界条件、自振周期和破坏模式进行综合判断。

尤其对于建筑气体爆炸，虽常具有较长压力作用时间，其压力—时间历程仍可能包含快速压升、

多峰叠加、外部再燃和后期振荡等非定常特征，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静载或准静态荷载。Beak 等[52]

针对砌体和混凝土板的气体爆炸荷载试验表明，气体爆炸作用下构件动力响应不能简单用静载或准

静态方法替代；Foster[53]和 Bob[54]也均强调，建筑损伤与载荷持续时间、结构动力特性及峰值压力共

同相关。因此，冲量和持续时间不是峰值超压的附属指标，而是判断结构累积响应和动力破坏可能

性的必要参数。对小长径比建筑空间气体爆炸载荷的评价，应由单一峰值判据扩展为峰值超压—压

升速率—持续时间/冲量的综合表征框架。

1.3 超压演化的影响因素

小长径比受限空间内气体爆炸超压演化受初始条件、泄压边界、点火位置、内部障碍物和空间

连通性等多因素共同控制。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峰值大小，还会改变压力峰出现时刻、成峰阶段和主

导峰归属，使压力时程表现出多峰叠加与机制转换特征。

1.3.1 初始条件
初始条件主要包括混合气体浓度、燃料组成、初始压力、初始温度以及可燃气体在空间中的分

布状态。其中，混合气体浓度是决定爆炸强度的基础因素。对于均匀预混气体，峰值超压和最大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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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速率通常随燃料浓度增加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非线性变化，峰值多出现在接近化学计量比或最易

燃浓度附近[35, 50, 55-60]。这一规律的物理基础在于：贫燃侧可燃组分不足，热释放速率和火焰传播速度

较低；接近化学计量比时反应较为充分，层流燃烧速度、热释放强度和压力增长速率较高；富燃侧

则因氧气不足和不完全燃烧导致爆炸强度下降。

但在泄压爆炸中，浓度对超压的影响并不只表现为单一峰值大小的变化。浓度还会改变火焰到

达泄压口的时间、外部未燃气云的规模、外部再燃强度以及后期振荡条件。Bao 等[50]关于甲烷-空气

泄压爆炸的研究表明，甲烷浓度和泄压压力共同影响超压瞬态过程；Cui 等[56]和闫晨朝等[59]也从不同

燃料体系说明了浓度、温度和组成对最大压力及压升速率的控制作用。因此，浓度影响的非线性不

仅体现在峰值曲线的先升后降，也体现在不同压力峰结构的出现条件、相对强弱和主导峰归属可能

随浓度变化而改变。

对于小长径比建筑空间，可燃气体往往并非理想均匀分布。泄漏源位置、通风状态、气体密度

和房间连通性会导致高位聚集、低位聚集或局部分层。此时，浓度分布不仅影响火焰传播速度，还

会影响火焰传播方向、外部喷射再燃条件以及压力在哪个房间或哪个局部区域增强[53, 61]。Foster 关于

建筑气相爆炸调查的论述表明，事故分析需要结合爆炸载荷、现场损伤特征和气体爆炸波形差异进

行综合判断[53]；住宅气体爆炸研究也表明，实际空间中的连通结构、室内障碍物和非理想混合状态

会使爆炸过程偏离理想均匀预混单室条件[3, 4]。因此，对于小长径比多室空间，初始条件应从平均浓

度扩展为浓度大小—空间分布—点火位置相对关系的综合描述。

燃料组成、初始温度和初始压力也会改变超压演化。燃料组成决定层流燃烧速度、火焰温度、

膨胀比和反应活性；氢气、乙烯等高反应性燃料通常比甲烷更容易产生较高压升速率和更强的火焰

加速趋势[55, 56, 59, 60]。初始温度升高通常会提高燃烧速率并缩短火焰传播时间；初始压力升高则会改

变混合气密度、燃烧速率和定容爆炸压力，从而影响峰值超压、压升速率和冲量[35, 56-59]。因此，在

比较不同实验或数值模拟结果时，仅给出燃料浓度并不足以完整描述初始条件，还应同时说明燃料

组成、初始温度、初始压力、气体分布状态和点火位置等信息。

总体来看，初始条件主要通过改变燃烧反应潜力、火焰传播时序和泄压前压力积累过程影响超

压演化。对于小长径比受限空间，初始条件的作用还容易与泄压边界、障碍物和多室连通条件耦合，

导致峰值超压、最大压升速率、持续时间和冲量等载荷参数表现出明显差异。因此，初始条件不应

被简化为单一浓度参数，而应作为影响泄压爆炸多峰结构和载荷特征的基础输入条件进行分析。

1.3.2 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主要包括泄压面积、泄压位置、泄压构件开启压力及其动态响应特性。与初始条件主

要决定燃烧反应潜力不同，边界条件更直接地控制泄压开启时刻、泄放能力、未燃气外排过程和室

内外压力反馈，因此是影响泄压爆炸多峰结构的重要约束条件。

泄压面积对超压演化具有典型的非线性影响。对于内部峰值超压而言，增大泄压面积通常有利

于较早排出未燃气体和燃烧产物，从而降低腔内压力积累；但对于外部爆炸峰和后期振荡峰，泄压

面积的作用并不宜简单理解为单调减弱。较小泄压面积可能限制未燃气体外排并增强腔内压力积累，

较大泄压面积则可能增加早期外排量并改变外部气云形成和点燃时序；因此，外部爆炸峰的强弱取

决于泄压面积、外排未燃气量、外部稀释程度和火焰到达泄压口时刻的共同作用[37, 38, 41, 62, 63]。已有实

验也表明，泄压面积变化不仅会改变最大超压，还可能改变不同压力峰的相对强弱和主导峰归属[38, 

64]。因此，泄压面积越大越安全，只能作为内部压力释放意义上的近似判断，不能直接推广到外部再

燃、后期振荡和复杂连通空间中的局部压力响应。

泄压位置和开口形式同样会影响压力时程。泄压口与点火源、障碍物和连通口之间的相对位置

会改变火焰到达边界的路径，进而影响泄压前压力积累、未燃气外排时序、外部射流方向和外部可

燃云团形态[38, 64, 65]。在多室连通空间中，门洞、走廊或相邻房间的连通口还可能表现为内部泄压边

界，使泄压过程由单一开口排气转变为点火室、相邻空间和室外环境之间的压力重分配过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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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压位置不应仅按开口面积大小评价，还应结合点火位置、火焰传播路径和连通边界关系进行分析。

开启压力是另一类关键边界参数。开启压力越高，泄压建立前的压力积累越充分，初期泄放峰

越容易增强并成为主导峰[29-31, 66, 67]。Guo 等[29]针对富甲烷—空气混合气体的泄压实验表明，容器最

大超压随泄压开启压力增加近似线性增大，Helmholtz 振荡诱导的后续压力峰基本维持在数 kPa 量级；

同时，外部火焰最大长度随开启压力增大而增大，但外部火焰持续时间缩短。这说明开启压力不仅

影响内部早期压力峰，还会通过改变泄压瞬间的内外压差、外排速度和火焰喷出状态，进一步影响

外部火焰范围及后期振荡特征。

此外，实际空间中的门窗玻璃、轻质围护构件或泄压板通常并非理想瞬时开启边界，其破坏、

转动、脱落和开口扩大过程具有动态响应特性。若泄压构件开启滞后或开口发展较慢，腔内压力可

能在有效泄压通道形成前继续积累；若构件快速失效并形成较大开口，则早期泄放能力增强，但也

可能促进更多未燃气体外排并改变外部再燃条件。因此，在实验和数值模拟中，泄压边界不宜仅用

静态泄压面积表征，还应尽可能考虑开启压力、开启时间、开口发展过程及边界失效方式。

总体来看，边界条件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增强泄压、降低超压，而是通过改变泄放能力和泄放时

序，调节腔内燃烧增压、未燃气外排、外部再燃和后期振荡之间的竞争关系。对于小长径比受限空

间，边界条件既影响初期泄放峰( )的形成，也可能通过外部再燃影响外部爆炸峰( )，并进一步改P1 P2

变燃烧增压峰( )、振荡压力峰( )的出现时刻和相对强度。因此，边界条件应作为连接超压多峰结P3 P4

构与泄压爆炸载荷特征的重要控制因素进行分析。

1.3.3 内部结构条件
内部结构条件主要包括障碍物布置、堵塞率、家具/设备拥塞以及空间几何特征。点火位置虽不

属于结构参数本身，但其与泄压口、障碍物和连通口之间的相对关系直接决定火焰初始传播路径和

泄压前压力积累过程，在这里一并讨论。与初始浓度和泄压参数相比，内部结构条件更直接地决定

火焰传播路径、火焰表面积增长和流场组织方式，是影响燃烧增压峰、外部爆炸峰和后期振荡峰的

重要因素。因此，内部结构条件不宜仅作为障碍物数量或堵塞率的几何参数处理，而应结合点火位

置、泄压边界和火焰传播路径分析其对超压多峰结构的影响。

点火位置通过改变火焰到达泄压口的传播距离、未燃气体被压缩和外排的时序以及外部火焰形

成条件，显著影响超压峰值结构。一般而言，点火位置远离泄压口时，火焰到达泄压口前具有更长

传播距离，未燃气外排时间更长，更可能形成较强外部爆炸或后续压力响应；靠近泄压口点火时，

火焰较早到达泄压边界，外部未燃气云形成时间较短，外部爆炸和反压反馈可能减弱[19-21, 38-40, 68]。徐

睿智等[48]对泄爆空间丙烷-空气爆炸的研究表明，随着点火位置距泄爆口距离增大，前期压力峰、后

续压力峰及峰值超压均呈增大趋势，且尾部点火产生的峰值大于中心点火和前端点火。

不过，点火位置的影响不宜绝对化。Bauwens 等[24]的研究表明，点火位置、泄压面积和障碍物

会相互影响，最危险点火位置并非固定不变。对于小长径比空间，由于壁面距离短、泄压口近、火

焰较早受到边界影响，点火位置对主导峰转换的调制作用通常更为敏感；在复杂构型中，点火位置

还可能通过改变火焰回返、碰撞或跨区传播时序，进一步影响局部燃烧强化和异常压力峰形成[2, 15-

17]。因此，点火位置应与泄压口位置、障碍物分布和空间连通关系共同分析，而不宜孤立判断其危险

性。

障碍物和家具类拥塞结构主要通过增强尾流湍流、剪切层和火焰褶皱来提高燃烧速率、压升速

率和燃烧增压峰[24, 26-28]。障碍物作用并非只由体积堵塞率决定，还与面积堵塞率、障碍物形状、位

置、间距以及其与点火源和泄压口的相对关系有关。当火焰绕过障碍物时，火焰表面积增大；未燃

混合气被推向障碍物后方，可在尾流和回流区中形成湍流；随后火焰进入湍流区，局部传热传质增

强，使燃烧速率进一步提高，形成流动—燃烧正反馈。这也是障碍物能够显著放大燃烧增压峰和压

升速率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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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际小长径比空间，家具、隔断和设备并非规则孔板或均匀障碍物，而是会引入非均匀局

部阻塞和多尺度湍流。已有住宅尺度爆炸研究表明，理想障碍物阵列与家具障碍物对最大超压的影

响并不相同；体积堵塞率虽然与压力生成有关，但面积堵塞率、障碍物间距和家具是否位于火焰传

播路径上同样重要[3, 4, 42]。因此，真实家具/设备拥塞不能简单等效为单一堵塞率参数，而应结合其位

置、形状、间距和火焰传播路径进行表征。

空间几何和连通性则进一步改变压力传播和火焰传播的边界条件。小长径比单室中，火焰和压

力波反射路径短，壁面反馈更快；多室连通结构中，门洞射流、相邻空间压缩和未燃气体迁移会形

成新的湍流生成区和次级燃烧区[15-17]。因此，内部结构条件的作用不只是增强或削弱火焰，更重要

的是改变火焰—流动—压力耦合的空间路径。从超压载荷角度看，这种空间路径变化会进一步影响

不同测点的峰值超压、最大压升速率、持续时间和冲量，使同一空间内不同房间或不同构件承受的

主导压力峰并不完全一致。

1.3.4 多因素耦合影响
实际小长径比空间气体爆炸很少受单一因素控制，而是表现为多因素耦合下的主导峰转换、峰

值合并和空间非均匀增强。已有研究中出现的差异性结论，往往并非互相矛盾，而是由于不同实验

中浓度、泄压面积、点火位置、开启压力和障碍物组合不同，导致主导机制发生变化。因此，多因

素耦合影响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判断某一因素增压或降压，而在于识别不同因素如何改变燃烧增强、

泄压排放、外部再燃和压力反馈之间的相对时序。

首先，浓度与泄压条件存在耦合。浓度决定火焰传播速度和热释放强度，泄压面积和开启压力

决定未燃气外排量、外部云团形成条件和泄压瞬间内外压差。当浓度处于较易燃范围且外部气云形

成与火焰到达泄压口的时序相匹配时，外部爆炸峰可能增强；而在过贫、过富、泄压受限或外部气

云快速稀释等条件下，外部再燃条件可能不足，主导峰则可能转向内部燃烧增压峰、初期泄放峰或

后期振荡峰[29, 38, 41, 50]。由此可见，浓度影响并不只表现为峰值超压随浓度变化的非线性曲线，还可

能表现为不同压力峰结构的出现条件和主导峰归属发生改变。

其次，点火位置与泄压口相对布置存在耦合。点火位置远离泄压口通常有利于较多未燃气体在

火焰到达前外排，但如果泄压面积过小，外排受限会使内部压力积累占主导；如果泄压面积过大，

外部气云可能快速稀释或空间分布过于分散，外部爆炸峰也可能减弱。因此，点火位置的危险性不

能脱离泄压面积、泄压方向和火焰传播路径单独判断[24, 38, 68]。对于小长径比受限空间，由于火焰到

达壁面、泄压口或障碍物的时间较短，点火位置与泄压边界之间的相对关系更容易改变 和 的P1、P2 P3

出现时刻及相对强度。

再次，障碍物作用与泄压时序存在耦合。障碍物能否显著放大燃烧增压峰，并不只取决于障碍

物本身是否存在，还取决于火焰到达障碍物、泄压构件开启和压力峰形成之间的先后关系。若火焰

在泄压前已与障碍物充分作用，尾流湍流、火焰褶皱和火焰表面积增长更容易参与腔内燃烧增压过

程；若泄压较早发生，障碍物诱导湍流对早期主导峰的贡献可能相对有限。有研究表明，障碍物可

通过增强火焰表面积和局部湍流放大某些压力峰，但其作用强弱与点火位置、泄压面积和压力时程

主导阶段有关[24, 26-28, 48]。因此，障碍物效应应与开启压力、点火位置和泄压时刻共同分析，尤其应关

注障碍物诱导湍流是否发生在泄压前压力积累阶段或燃烧增压峰形成阶段。

最后，多室连通、气体分布和内部拥塞之间也存在耦合。在多室空间中，火焰和压力波可通过

门洞或走廊传播，诱导相邻房间内未燃气体压缩、喷射和再燃；若相邻房间存在局部富集气体或家

具/设备拥塞，则可能进一步放大局部压力峰[15-17, 42, 46, 47]。因此，小长径比多室空间的超压演化应从

初始分布—火焰路径—泄压时序—障碍物致湍流—跨室反馈的链式耦合过程进行分析。在载荷表征

上，也应结合不同测点的峰值超压、压升速率、持续时间和冲量，判断主导压力峰及其空间差异，

而不是仅比较整体最大超压。

综上，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体爆炸超压演化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多峰性和耦合性。初期泄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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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爆炸峰、燃烧增压峰和振荡压力峰分别对应边界开启、外部再燃反馈、腔内燃烧强化和后期振

荡耦合等不同物理过程，并可能在特定工况下发生叠加、合并或主导峰转换。仅以最大峰值超压评

价爆炸危险性，容易掩盖成峰机制、持续时间和空间分布差异；因此，超压载荷表征不宜局限于峰

值超压，还应结合最大压升速率、正相持续时间、正相冲量、特征峰出现时刻及其对应的火焰传播

阶段进行分析。该类空间中，初始气体分布、门窗泄压、室间连通、家具/设备拥塞和外部再燃等因

素共同决定超压峰值大小、作用持续时间和结构破坏风险。因此，该类爆炸载荷分析应由单一峰值

判据转向压力时程—火焰演化—流场重构—结构响应的综合分析框架。

2 火焰传播及速度表征

火焰传播行为是连接燃烧反应、流场变化和超压形成的关键环节。对于小长径比受限空间，火

焰在较短传播距离内即可能受到壁面约束、泄压诱导流、障碍物扰动和连通边界影响，其形态、传

播路径和到达关键边界的时刻会直接影响热释放速率、未燃气体压缩外排以及压力峰形成顺序。因

此，对该类空间火焰传播行为的分析，不宜仅关注火焰是否到达某一位置，还应结合火焰形态、前

锋位置、传播速度和到达泄压口、障碍物或连通口的时刻进行综合表征。以下从火焰形态传播模式、

火焰传播速度表征、以及火焰传播速度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梳理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体爆炸火焰

传播规律。

2.1 火焰形态与传播模式

火焰形态是火焰传播过程最直观的表现，也是判断燃烧强化、火焰加速和压力增长阶段的重要

依据。受限空间内火焰形态受混合气浓度、点火位置、边界约束、泄压条件、障碍物布置和空间连

通方式共同影响。对于小长径比受限空间，火焰在有限传播距离内即会受到壁面、泄压口和局部结

构的共同作用，其形态演化通常表现出更强的非对称性、阶段性和空间依赖性。

2.1.1 内部火焰形态演化
在受限空间内，预混火焰的发展通常经历由初始光滑火核向复杂不稳定火焰面的连续演化。点

火后，火焰首先在点火源附近形成近球形火核；随后在热膨胀推动和边界约束共同作用下，逐步发

展为半球形、拉伸火焰、指状火焰或近平面火焰等形态[69-72]。随着传播距离增加以及火焰与壁面、

回流区和局部剪切层相互作用增强，火焰前锋还可能进一步出现明显皱褶、尖点、局部凹陷甚至前

锋反转等更复杂结构[70-73]。

需要指出的是，经典文献中常提到的郁金香火焰及其变体[71, 72]，主要用于说明受限火焰在壁面

约束下的曲率演化和减速失稳机制，而并不代表小长径比空间中火焰形态发展的普遍路径。对于建

筑房间类小长径比空间，由于传播距离有限、边界方向多变且泄压效应更早介入，火焰往往尚未形

成典型、完整的前锋反转结构，就已受到壁面、开口和内部构件的共同扰动。Ryuzaki 等[74]在中等尺

度立方腔体内的甲烷爆炸试验中观察到，火焰由初始近球形向壁面接触后的失稳火焰面演化，皱褶

结构随传播逐渐增强，并在偏离化学计量比时表现出更明显的上浮拉伸和形态畸变，表明小长径比

空间中的火焰形态不同于理想长管内较规则的轴向演化。

相较于长管道中较规则的轴向传播过程，小长径比空间内火焰形态更早表现出明显的二维或三

维特征。火焰传播不仅受近壁约束影响，还会受到角隅回流、局部压力梯度、泄压诱导流以及障碍

物尾流的持续作用，从而更容易出现不对称扩展、局部偏折、前锋拉伸和表面皱褶化等现象[64, 75, 

76]。Wang 等[2]在小长径比 L 形泄压容器中的二维实验表明，受泄压口—点火位置相对关系和 L 形空

间构型共同影响，火焰在不同区域间的传播会出现明显的二维展开、回返和碰撞。其连续火焰图像

如图 2 所示，火焰前锋并非沿单一路径平稳推进，而是随区域压力差和局部未燃气体再分布不断发

生形态重组。因此，小长径比空间中的火焰形态演化不宜简单套用球形—指状—郁金香的经典序列，

而应理解为有限尺度内多向流动与复杂边界共同控制下的动态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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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小长径比 L形泄压容器内甲烷-空气预混爆炸火焰传播图像及传感器响应[2]

Fig. 2 Flame propagation images and sensor-lighted arrays of premixed methane–air explosions in a small length-to-diameter 

L-shaped vented vessel

从机理上看，火焰形态演化与火焰面面积增长、流体动力学不稳定性以及热—扩散效应密切相

关。Oppong 等[73]的综述指出，预混火焰常见的本征不稳定性主要包括流体动力学不稳定性、热—扩

散不稳定性和浮力不稳定性，其典型表现如图 3 所示；其中，流体动力学不稳定性和热—扩散不稳

定性对受限空间爆炸更为关键。流体动力学不稳定性来源于燃烧前后密度差导致的界面失稳，热—

扩散不稳定性则与热扩散和组分扩散速率不匹配有关，二者均可能促使火焰表面由平滑向褶皱、裂

纹和细胞状结构演化。当火焰在壁面、泄压流或障碍物作用下被拉伸、压缩或局部减速时，这些本

征不稳定性更容易被触发，并与非定常流场叠加放大，从而使火焰前锋呈现更复杂的非对称形态。

图 3 定容容器内预混可燃气体的不稳定现象[73]

Fig. 3 Flame instability phenomena of premixed combustible gases in a constant-volume vessel

综上，室内火焰形态演化不应被简单理解为若干固定火焰形状的依次替换，而应视为受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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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烧—流动耦合不断增强的直接表征[72, 73]。对于小长径比空间，更常见的并非典型郁金香火焰本

身，而是受壁面约束、区域连通、泄压诱导流及障碍物扰动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皱褶化、不对称化、

局部偏折和喷射化火焰前锋[2, 75, 76]。这些形态变化不仅决定火焰传播速度和热释放率的空间分布，也

为理解喷射火焰形成、外部再燃及多室连通空间中的跨区传播提供基础。

2.1.2 泄压口喷射火焰与外部火焰
在泄压条件下，火焰传播不再局限于腔内，而会由室内火焰传播进一步发展为泄压口喷射火焰

和外部火焰。当泄压构件开启后，未燃混合气体及部分高温燃烧产物经开口排出，在内外压差和排

放诱导流共同作用下，火焰前锋会向泄压口方向偏转并发生明显拉伸，形成喷射火焰[18, 64, 76, 77]。随

着火焰继续穿出开口并点燃外部未燃气云，喷射火焰可进一步发展为外部爆炸火焰、剧烈火焰射流

以及后续外部火焰排放等阶段，而其形态与强度受喷出速度、外部未燃气云尺度以及火焰到达开口

时序共同控制[18, 77, 78]。Xing 等[78]在 4.5 m³矩形腔体甲烷泄压爆炸试验中，将外部火焰演化划分为外

部爆炸、蓝色剧烈火焰射流和黄色火焰排放三个阶段，图 4 展示了泄压后火焰由腔内传播向开口外

火焰发展的过程。

(a) Rear ignition

(b) Central i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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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ront ignition
图 4 不同点火位置下矩形腔体甲烷泄压爆炸外部火焰演化图像[78]

Fig. 4 External flame evolution of vented methane explosions in a rectangular chamber under different ignition positions

点火位置和泄压面积是影响外部火焰形态的主要因素。Xing 等[78]的结果表明，在相同泄压面积

下，后部点火产生最长外部火焰和最高温度，前部点火产生最短外部火焰和最低温度峰值，中心点

火则对应最大的外部火焰直径。这是因为后部点火时，火焰到达泄压口前传播距离较长，泄压开启

后可排出更多未燃气体，并在开口外形成较长火焰射流；而前部点火时，火焰较早靠近泄压口，外

部未燃气云形成不足，外部火焰主要表现为短时黄色火焰排放。随着泄压面积增大，外部火焰直径

和高温区范围增大，而持续的细长高速火焰射流相对减弱；当泄压面积较大时，后部点火和中心点

火条件下还可观察到蘑菇状外部火焰，其前缘存在明显侧向偏转。这说明，外部火焰并非简单轴向

喷流，而是会随点火位置、泄压面积、外排未燃气量和外部卷吸过程发生长度、宽度和形态转换。

泄压开启压力和混合气组成也会改变喷射火焰及外部火焰形态。Guo 等[18]关于富氢—空气泄压

爆炸的研究表明，泄压开启压力会改变外部火焰速度和喷射演化过程，但在其试验条件下，外部火

焰最大长度对泄压开启压力并不敏感。Yang 等[77]在顶部泄压条件下研究掺氢甲烷混合气体时发现，

火焰在泄压失效前可由近球形逐渐拉伸为椭球形，泄压后外部爆炸和火焰发展随当量比变化而改变。

Qi 等[79]则指出，随着掺氢比例增加，火焰表面由相对光滑转向裂纹化，反映出更强的失稳倾向。因

此，喷射火焰和外部火焰的形态不仅受开口边界控制，也受燃料反应活性、当量比和火焰本征不稳

定性影响。

对于小长径比空间，更值得关注的是喷射火焰和外部火焰对后续灾变演化的反馈作用。一方面，

喷射火焰决定外部未燃气云的形成方式及外部再燃范围；另一方面，一旦外部未燃气云被后续高温

产物或火焰点燃，就会形成外部爆炸并反向影响内部传播。Xing 等[78]明确指出，外部爆炸本质上是

先排出的未燃气体被后续排出的已燃高温气体点燃所致，且点火位置和开口面积会显著影响其强度

和持续时间。此外，Wang 等[2]在小长径比 L 形泄压空间中的二维实验进一步表明，外部二次爆炸可

显著抑制后续火焰释放，并在特定泄压口—点火位置关系下诱发火焰回返和火焰碰撞，从而使外部

再燃、内部火焰传播与压力反馈之间形成更强耦合。

综上，泄压口喷射火焰与外部火焰是小长径比空间泄压爆炸中具有代表性的火焰传播模式。其

核心特征不是单纯火焰喷出，而是室内火焰、泄压排放、外部未燃气云和环境卷吸共同作用下形成

的非定常外部火焰结构。

2.1.3 多室连通空间中的火焰传播
与单室空间相比，多室连通结构中的火焰传播表现出更强的阶段性和空间耦合特征。门洞、走

廊及相邻房间不仅延长了火焰传播路径，更重要的是会通过室间压差和连通口流动重组局部流场，

使未燃气体迁移、火焰穿门洞喷射和相邻空间内再扩展相互耦合，从而形成不同于单室空间的传播

过程[15-17, 80]。在实际建筑空间中，点火室内火焰发展初期，燃烧膨胀会推动未燃气体经门洞向相邻

房间迁移；随后，随着门洞两侧压力和泄压状态变化，火焰可在连通口附近发生拉伸、喷射和卷吸，

并进一步进入相邻空间传播[15-17]。

已有研究表明，跨室压差所诱导的气体流动是多室火焰传播区别于单室传播的关键因素。

Pedersen 等[15]对双室大尺度泄压爆炸的研究指出，两室之间的门开启/关闭状态及两侧泄压条件会显

著影响爆炸发展过程；在门洞连通条件下，火焰传播与压力峰形成不再由单个房间内的燃烧过程单

独决定，而与室间流动、门洞局部扰动及外部爆炸反馈共同相关。其结果表明，多室条件下第二压

力峰的形成机理明显复杂于单室爆炸，门洞流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Polandov 等[16]的双室模型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相邻空间对火焰传播的双重作用：当点火位置靠近

连通口时，先进入相邻室的主要是已燃高温产物，此时相邻室更多表现为阻尼容腔，双室条件下的

压力并不高于单室；而当点火位置位于主室内部、尤其在中心与窗口之间区域时，未燃混合气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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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连通口进入相邻室，并在通道扰动作用下形成更大的火焰面，从而使双室条件下的峰值压力显

著高于单室。该结果说明，多室火焰传播并非简单的空间串联，而是点火位置、连通口输运和相邻

空间内燃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火焰序列如图 5 所示，门开启后火焰前锋会沿连通口方向明显拉伸，

并继续向相邻房间扩展，且双室爆炸历时长于单室条件。

图 5 双室连通空间内气体爆炸火焰传播过程图像[16]

Fig. 5 Flame propagation process of gas explosions in a twin-compartment enclosure

对于建筑多室空间，更值得关注的是泄压不对称条件下的门洞喷射膨胀火焰。Tomlin 等[17]在两

间 22 m³连通房间的大尺度试验中发现，当两室均设泄压口但泄压能力不对称时，火焰传播模式会发

生明显改变。尤其当点火房间泄压能力较弱时，爆炸发展不再主要受总泄压面积控制，而会形成由

泄压驱动的喷射膨胀火焰，经门洞进入相邻房间并向远端泄压口传播，该过程可成为主导压力峰形

成的主要机制。研究同时表明，两室均采用较大泄压口时整体超压最低，而一旦任一房间泄压能力

降低，特别是点火房间泄压口较小时，跨室火焰喷射和湍流增强会使超压明显升高。

除典型双室/多室体系外，近年来对复杂连通空间的研究也表明，非规则空间构型同样会诱发明

显的区域耦合传播。Wang 等[2]在小长径比 L 形泄压空间中的二维实验发现，受空间转角和泄压口—

点火位置关系共同影响，火焰在不同区域间的传播会出现火焰回返和火焰碰撞等突变模式，并可导

致局部剧烈燃烧和异常压力峰。虽然 L 形空间并不等同于独立房间—门洞体系，但其结果说明，只

要空间内部存在明显区域分隔、连通转折或非对称泄压路径，火焰传播就可能发生路径重组和区域

再强化。

因此，多室连通空间中的火焰传播不宜简单视为单室传播的顺序延伸，而应理解为门洞压差驱

动下的未燃气体迁移、火焰穿门洞喷射及相邻空间内再强化过程[15-17]。对小长径比建筑空间而言，

房间连通方式、门洞位置、泄压不对称性及点火位置会共同决定火焰传播方向、传播强度及其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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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峰形成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复杂连通空间中的区域回返和火焰碰撞现象，则进一步表明实际建筑

气爆传播具有显著的空间耦合特征。

2.2 火焰传播速度及表征方法

火焰传播速度是刻画气体爆炸发展强度和热释放速率的关键参数之一。对于小长径比受限空间，

火焰传播速度不仅反映火焰前锋推进快慢，还与火焰面形变、局部湍流增强、未燃气体压缩、泄压

诱导流以及压力峰形成过程密切相关[75, 81]。然而，现有文献中层流燃烧速度、表观火焰速度和湍流

火焰速度等概念常被交替使用，若不加区分，容易造成不同实验结果和模型参数之间的误读。因此，

有必要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再讨论其模型表达及主要影响因素。

2.2.1 燃烧速度、燃速与火焰速度
从燃烧学意义上讲，层流燃烧速度是相对于未燃混合气体、沿火焰法向的本征传播速度，反映

预混气体在给定温度、压力和组分条件下的反应活性[82-87]。它本质上是扩散、化学反应和放热过程

综合作用的结果，通常可通过平面稳态火焰、球形膨胀火焰或热通量法等实验获得[82, 83, 85, 86, 88, 89]。因

此，层流燃烧速度应理解为混合气体的基础燃烧特性参数，而不是特定受限空间中直接观测到的火

焰前锋移动速度。

与此不同，实验图像或传感器阵列中直接获得的火焰前锋速度，通常是火焰面相对于实验坐标

系的表观传播速度。该速度除受本征燃烧影响外，还叠加了未燃气体流动、热膨胀诱导流、壁面约

束和泄压扰动等效应，因此一般不等同于层流燃烧速度[88-90]。对于受限空间爆炸，尤其是带泄压口

或内部障碍物的空间，文献中常见的火焰尖端速度、平均火焰速度或最大火焰速度，多属于这一类

表观速度。因此，在引用实验火焰速度数据时，需要明确其获取方式：是基于火焰前锋位移或到达

时间计算的表观速度，还是经流场修正后得到的相对于未燃气体的传播速度。

在实际爆炸场景中，火焰传播常受到湍流扰动影响，此时可用湍流火焰速度描述火焰面在湍流

作用下的总体推进能力[91-96]。湍流火焰速度既受层流燃烧速度控制，又取决于湍流脉动强度、积分

尺度、密度比以及火焰—湍流相互作用方式，因此它并不是气体本身的单一物性，而是流动和反应

耦合作用下形成的有效传播速度[94-96]。当大尺度湍流使火焰面发生拉伸、折叠和褶皱时，火焰面积

增大，整体燃烧速率提高；当小尺度湍流增强热量和质量传递时，局部燃烧过程也可能被强化。

对小长径比空间爆炸而言，实验中给出的最大火焰速度、平均火焰速度和火焰尖端速度，通常

应首先理解为表观火焰速度；而在经验关联式或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

子模型中，则需要进一步区分层流燃烧速度与湍流火焰速度。前者用于描述混合气本征反应活性，

后者用于描述湍流褶皱、流动输运和火焰面积增长共同导致的有效燃烧增强。因此，讨论火焰速度

时，应结合其定义、测量方法和适用场景加以区分，避免把本征反应活性、实验观测速度和模型中

的有效湍流火焰速度混为一谈。

2.2.2 火焰速度模型与经验关联
层流燃烧速度（SL）的计算和测量是火焰传播建模的基础。大量研究采用幂律形式将层流燃烧速

度与初始温度、初始压力联系起来[82, 83, 85, 86]，其典型表达可写为在参考状态下用温度指数和压力指

数修正基准层流燃烧速度：

(7)𝑆L = 𝑆L,0(𝑇u𝑇0)α(
𝑃u
𝑃0)β

式中： 为给定工况下层流燃烧速度， 为参考状态下的层流燃烧速度， 和 分别为未燃混合气𝑆L 𝑆L,0 𝑇u 𝑃u
初始温度和初始压力， 和 为参考温度和参考压力， 为温度指数， 为压力指数。该类模型形式𝑇0 𝑃0 α β

简洁、便于工程使用，但其指数参数通常随燃料种类、当量比、稀释条件和测量方法变化，因此本

质上仍属于特定工况下的经验关联。

随着数字影像和球形膨胀火焰测量技术的发展，基于火焰半径—时间关系反演层流燃烧速度和 
Markstein 参数的方法得到广泛应用[85, 86, 89]。对于球形膨胀火焰，火焰前锋的拉伸速率通常可表示为

录
用
稿
件
，
非
最
终
出
版
稿



爆  炸  与  冲  击

Explosion and Shock Waves

17

火焰面积变化率与火焰半径、传播速度之间的关系：

(8)𝐾 =
1
𝐴
𝑑𝐴
𝑑𝑡 =

2
𝑟u
𝑆n

式中： 为火焰拉伸速率， 为火焰面积， 为未燃气侧火焰半径， 为拉伸火焰传播速度。进一步𝐾 𝐴 𝑟u 𝑆n
地，拉伸火焰传播速度与未拉伸火焰传播速度之间常采用线性关系进行外推：

(9)𝑆n = 𝑆L−𝐿b𝐾

式中： 为未拉伸火焰传播速度， 为 Markstein 长度，反映火焰速度对拉伸效应的敏感程度。利用𝑆L 𝐿b
这类方法不仅可获得未拉伸层流燃烧速度，还可进一步分析火焰拉伸效应及热扩散稳定性；热通量

法则适用于稳态平面火焰测量，并已用于天然气组分及其替代燃料混合物层流燃烧速度关联式的建

立[88]。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方法服务于基础燃烧参数的获取和修正，所得 不能简单等同于受限空𝑆L
间内由图像直接观测到的火焰前锋推进速度。

对于湍流火焰速度，经典理论首先强调火焰面面积增长的作用。Damköhler[91]给出了两个经典极

限：在弱湍流条件下，火焰速度增加主要来源于火焰面的皱褶化和面积增大；在强湍流条件下，小

尺度涡流对预热区和混合过程的影响增强，火焰速度与湍流交换作用更为密切。此后，相关模型逐

步从单一标度关系发展到多尺度描述。Sivashinsky[93]通过级联重正化思路讨论了多尺度湍流结构对火

焰速度的贡献；Kolla 等[94]则基于反应—扩散前沿传播分析框架（Kolmogorov–Petrovskii–
Piskunov，KPP），从反应、扩散和湍流输运共同作用角度提出了适用于不同燃烧区间的湍流火焰速

度表达形式，其一般可概括为层流燃烧速度与湍流强度、密度比及火焰—湍流特征时间尺度共同决

定的函数关系：

(10)𝑆T = 𝑓(𝑆L,𝑢',𝑙t,𝜌u 𝜌b,𝜏f,𝜏t, ∙∙∙ )

式中： 为湍流火焰速度， 为层流燃烧速度， 为湍流脉动强度， 为湍流积分尺度， 为未燃/𝑆T 𝑆L 𝑢' 𝑙t
𝜌u 𝜌b

已燃气体密度比， 与 分别表示火焰和湍流的特征时间尺度。该类表达强调的是湍流火焰速度并非𝜏f 𝜏t
单一燃料物性，而是由燃料反应活性、湍流结构和火焰—湍流相互作用共同决定。

相较之下，Sohn 等[96]讨论的是谐波扰动近场火焰中的未拉伸湍流火焰速度和湍流 Markstein 长

度，更适用于降阶模型和非定常受迫火焰问题，而不宜直接视为建筑空间爆炸中普适的火焰传播速

度经验式。若需表达该类模型的基本形式，可写为：

(11)𝑆T,eff = 𝑆T,0−𝜎T〈𝜅〉

式中： 为等效湍流火焰速度， 为未拉伸湍流火焰速度， 为湍流 Markstein 长度， 为平均𝑆T,eff 𝑆T,0 𝜎T 〈𝜅〉
曲率。该表达可用于说明曲率或火焰面形变对等效湍流火焰速度的修正作用，但其适用对象与建筑

泄压爆炸中的表观火焰前锋速度并不相同。

面向建筑空间和泄压爆炸的工程预测，常用做法并非直接求解详细火焰面结构，而是将层流燃

烧速度、火焰不稳定性、泄放扰动和流动增强等因素并入经验关联式或简化燃烧子模型[97]。这类模

型通常以标准层流燃烧速度为基准，再通过温度、压力、当量比、火焰雷诺数、泄压口特征尺度或

扰动系数等对其进行修正。例如，部分泄压爆炸工程关联式会同时引入层流燃烧速度、泄压面积、

容器体积、膨胀比和湍流修正因子，以便在不解析火焰细节的情况下估计泄压压力或火焰传播效应。

其优点是参数较少、计算效率高，适于工程快速评估；但局限也十分明显：多数模型建立在特定容

器、特定气体、均匀预混、单一泄压口或较规则几何条件下，跨尺度、跨构型推广能力有限。因此，

经验模型可以作为建筑爆燃分析中的实用工具，但不宜脱离其试验背景和参数定义做过度外推。

表 2 火焰传播速度相关模型的分类及适用性比较

Table 2 Classification and applicability of flame propagation velocity-related models
模型类别 公式对应 用途/适用对象 主要局限 代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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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类别 公式对应 用途/适用对象 主要局限 代表文献

层流燃烧速度关联 式（7）
估算基础燃烧速度；为湍流燃烧模

型和 CFD子模型提供输入

不能代表受限空间表观火焰速度；不

反映障碍物、泄压和诱导流作用
[82-86, 88]

球形膨胀火焰法 式（8）、（9）
反演未拉伸层流燃烧速度及火焰拉

伸敏感性

适合基础参数获取，不适合直接描述

建筑空间复杂传播过程
[85, 86, 89]

热通量法稳态平面火焰 式（7）相关
获取高精度稳态层流燃烧速度；建

立燃料/天然气替代燃料模型关联式

不描述受限空间内火焰传播、压力波

和泄压耦合
[88]

Damköhler湍流火焰速度模型 式（10）经典极限 解释湍流增强火焰速度的基本机制
偏理论极限，难覆盖壁面、障碍物和

泄压边界耦合效应
[91]

重正化/多尺度湍流火焰速度模型 式（10）框架
描述多尺度湍流对火焰速度的累计

影响

理论抽象性较强，与工程场景之间需

参数转换
[93]

跨燃烧区间半经验模型 式（10）框架
统一描述不同预混湍流燃烧区间下

的湍流火焰速度

难反映障碍物—壁面—泄压耦合导致

的阶段性加速
[94]

受迫火焰降阶模型 式（11）
用于谐波受迫火焰、降阶模型和燃

烧不稳定性分析

不宜作为建筑空间爆炸中的普适火焰

传播速度经验式
[96]

建筑爆燃工程简化模型 无统一公式
建筑爆燃压力、结构荷载和防护设

计快速评估

依赖实验条件和简化假设，难解析火

焰路径、门洞射流和障碍物尾流
[97]

表 2 对比了上述火焰传播速度相关模型的表达对象、适用范围及局限性。层流燃烧速度模型主

要服务于基础燃烧参数获取，湍流火焰速度模型强调理想化预混湍流火焰中的面积增长和多尺度作

用，而建筑爆燃工程简化模型更强调工程适用性和计算效率。对于小长径比受限空间爆炸，单一模

型通常难以同时覆盖组分变化、障碍物扰动、泄压诱导流和局部流动重构等多重作用，因此更合理

的做法是将基础燃烧参数、流动增强机制和具体空间构型结合起来综合分析。

2.3 火焰传播速度的影响因素

火焰传播速度受组分、结构与流动三类因素共同控制，其中混合气反应活性决定基础燃烧能力，

障碍物和几何边界决定火焰面形变与局部流场结构，泄压和点火条件则决定非定常流动重构和后续

加速路径。对小长径比空间而言，这些因素通常并非独立起作用，而是通过火焰面面积增长、局部

湍流增强和传播模式转换表现出明显的耦合作用。因此，分析火焰传播速度时，不宜仅比较某一时

刻的最大速度，还应结合火焰传播阶段、火焰形态变化和局部流场条件判断其加速来源。

2.3.1 混合气本征燃烧特性
从混合气本征燃烧特性看，当量比、初始温度、初始压力及掺氢比例都会改变层流燃烧速度、

火焰厚度、Lewis 数和 Markstein 参数[82-87, 89, 98, 99]。例如，甲烷—氢气—空气或天然气—氢气—空气

体系中，掺氢通常会提高未拉伸层流燃烧速度，并改变 Markstein 长度、临界失稳半径和火焰表面形

态[98, 99]。这意味着组分变化不仅改变火焰的基础燃烧能力，也会通过热—扩散稳定性和流体动力学

不稳定性影响火焰是否更容易起皱、失稳和加速。因此，组分效应在受限空间内不应仅理解为反应

活性增强，还应理解为对后续火焰形态演化和传播速度增长潜力的基础调制。

2.3.2 空间结构、点火与泄压边界作用
从结构效应看，障碍物和拥塞是影响火焰速度的最直接因素之一。已有研究表明，障碍物并非

只是简单缩小有效空间，而是会通过火焰绕流、尾流湍流、回流区、局部收缩通道和剪切层显著改

变火焰前锋附近的流场结构，从而加速火焰传播。以大尺度泄压天然气爆炸研究为例，障碍物阵列

和家具类拥塞均可通过改变流场和湍流强度提高火焰速度和超压，但二者作用强度并不完全相同；

面积堵塞率、障碍物间距、障碍物形状及其是否位于火焰传播路径上，往往比单一体积堵塞率更能

反映其加速作用[44-47]。因此，障碍物作用不能被简化为单一堵塞率参数，还应考虑其几何尺度、截

面突变形式、布置方式及与壁面和泄压口的相对关系。

点火条件、空间几何和泄压边界同样会改变火焰速度的阶段性演化。点火位置决定火焰初始传

播方向及其到达壁面、障碍物和泄压口的先后顺序；空间几何决定火焰传播路径和局部收缩/扩展形

式；泄压边界则通过改变外排流速、内外压差和泄压诱导流影响火焰前锋形变。已有研究表明，火

焰在到达障碍物前、越过障碍物过程中和越过障碍物之后可表现出不同速度演化规律[100]；在泄压条

件下，火焰到达开口前后还会经历由室内传播向喷射火焰和外部火焰发展的转变[101, 102]。因此，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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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内的火焰速度不是一个可由单一时刻或单一位置概括的常数，而是受点火位置、传播路径、障

碍物作用阶段和泄压状态共同控制的时空演化量。在实验图像或数值结果中提取火焰速度时，应明

确其对应的是点火初期、障碍物作用阶段、泄压喷射阶段还是外部火焰发展阶段。

2.3.3 多因素耦合影响
对于小长径比建筑空间，尤其需要强调泄压与障碍物之间的耦合作用。泄压开启并不必然单纯

削弱火焰传播；在某些工况下，泄压可增强局部流动重组、射流卷吸和剪切层发展，使火焰面进一

步拉伸和起皱。大尺度泄压天然气爆炸研究表明，在给定拥塞条件下，泄压口缩小可使火焰接近泄

压口时速度升高，但当泄压流速达到局部声速后，继续减小泄压口可能反而降低整体火焰速度，说

明泄压面积对火焰速度的影响具有明显非单调性[45-47]。在小长径比空间中，障碍物、开口和壁面通

常距离较近，火焰传播很快受到多重边界同时作用，其加速过程往往表现为局部收缩—剪切增强—

火焰起皱—传播加速的连续链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相同燃料和相近泄压面积条件下，不同房间

布局或障碍物布置仍可能产生明显不同的火焰速度和压力响应。此外，外部扰动和主动控制也会改

变火焰速度的形成机制。甲烷/氢气/空气预混火焰在惰性气体主动喷入条件下，既受到惰性稀释抑制，

又会受到喷入扰动所诱导的局部湍流增强作用，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竞争关系。在一定时间窗内，注

入扰动甚至可能主导火焰传播过程，使最大火焰速度和超压先升后降[103]。

综上，对小长径比受限空间而言，火焰传播速度不能简单视为混合气体的单一燃烧参数，而应

理解为火焰面面积增长、局部湍流增强和非定常流动重构共同作用的结果。组分改变基础燃烧速度

和稳定性，障碍物与边界改变火焰面结构和局部湍流，泄压和点火条件则改变传播路径与时序；三

者叠加后，最终表现为受限空间中特有的阶段性加速、局部突跃和传播模式转换。因此，火焰传播

速度分析应由单因素—单指标比较，转向组分反应性—空间结构—泄压流动—传播阶段的耦合分析

框架。

3 火焰—流动—压力耦合机理

小长径比受限空间中的气体爆炸，是燃烧放热、气体膨胀、压力波传播、局部流动重构和泄压

边界响应共同作用的非定常过程。火焰传播推动未燃气体运动并产生压力波；压力波及其诱导流又

反过来改变火焰前锋形态、局部湍流强度和热释放速率；泄压口、门洞、障碍物和相邻房间进一步

改变质量交换路径和压力反馈方式。因此，该类爆炸不能简单理解为火焰传播导致压力升高的单向

过程，而应视为火焰、流动和压力之间相互反馈、阶段转换和空间耦合的结果。加之小长径比空间

的长、宽、高通常处于同一量级，火焰在较短距离内即受到壁面反射、门窗泄压、局部障碍物、室

间连通口和外部环境共同影响，其耦合过程更容易表现为多方向传播、多峰压力响应、局部快速加

速和主导机制转换。因此，下面主要围绕典型耦合机制、耦合演化过程和复杂建筑场景模拟，归纳

小长径比受限空间中火焰—流动—压力耦合机理。

3.1 典型耦合机制

小长径比受限空间中的火焰—流动—压力耦合机制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不同阶段、不同位置

和不同边界条件下相互叠加。已有研究表明，Rayleigh–Taylor 类失稳、Helmholtz 振荡与声学耦合、

外部爆炸—反压反馈以及障碍物诱导的流动—燃烧正反馈，是解释压力峰增强、火焰加速、后期振

荡和跨室二次增压的重要机制。

3.1.1 Rayleigh–Taylor类失稳
在受限空间爆炸中，通常所称的 Taylor 不稳定性更准确地表现为压力波、反射波或外部反压作

用下火焰前锋经历加速/减速时产生的 Rayleigh–Taylor 类界面失稳。当火焰前锋两侧存在显著密度

差，且界面加速度方向使低密度已燃气体推动高密度未燃混合气体时，界面扰动容易被放大，火焰

前锋可能出现起伏、卷曲、尖点、褶皱甚至局部破碎。这一过程会增大火焰面积，提高瞬时燃烧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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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并进一步影响压力增长过程[104-106]。

相关研究表明，Rayleigh–Taylor 类失稳在不同燃烧场景中具有不同表现形式。Leo 和 Zhang[105]

在近可燃极限甲烷—空气爆炸实验中发现，由于火焰传播速度较低，压力梯度、密度梯度和浮力作

用对球形火焰结构的影响更为明显，Rayleigh–Taylor 失稳会导致火焰前锋变形、位置上移并最终出

现火焰面破碎。Qian 和 Liberman[106]的数值研究进一步表明，普通郁金香火焰的前锋反转主要由火焰

减速产生的稀疏波控制，而不是由 Rayleigh–Taylor 或 Darrieus–Landau 失稳直接导致；但在后期阶

段，火焰与反射压力波碰撞可产生较大的加速度变化，并诱发短波长 Rayleigh–Taylor 失稳，从而形

成扭曲郁金香火焰。

Rayleigh–Taylor 类失稳的关键意义在于，它能够把压力扰动或流动加速度转化为火焰面增皱和

热释放增强过程。换言之，压力波并非仅是燃烧放热后的被动结果，也可能通过诱导界面失稳放大

火焰面变形，从而形成压力扰动—火焰增皱—热释放增加—压力再增强的反馈链条[49, 104-106]。对小长

径比空间而言，由于壁面近、传播距离短、反射波返回快，火焰更容易在较短时间内经历加速与减

速切换，因此 Rayleigh–Taylor 类失稳可能较早参与火焰面变形，并与泄压喷射、外部反压和后期振

荡相互叠加[32, 36, 64, 76]。

需要指出的是，Rayleigh–Taylor 类失稳主要用于解释密度界面在加速度作用下的火焰面失稳及

其燃烧放大效应，不宜泛化为所有火焰—流动—压力耦合现象的统一解释。在外部爆炸—反压反馈

过程中，外部爆炸形成的压力波及反向压缩通常是主导反馈链条，Rayleigh–Taylor 类失稳更多表现

为火焰面变形和燃烧强化的次级放大机制；在障碍物诱导加速过程中，剪切层、尾流湍流和火焰褶

皱通常是更直接的控制因素。因此，Rayleigh–Taylor 类失稳应作为压力扰动或加速度作用下火焰界

面失稳放大的典型机制，而不宜替代对泄压反馈、声学振荡和障碍物湍流等耦合过程的具体分析。

3.1.2 Helmholtz振荡与声学耦合
在泄压条件下，腔体与泄压口可构成典型的空腔—颈口系统，燃烧使腔内压力升高，未燃混合

气体和燃烧产物经泄压口向外排出；当内外压差减弱甚至局部反转后，外部气体或回卷流又可能进

入腔体，从而形成质量交换、压力起伏和流动往复过程[25, 36, 49]。这种由泄压流动惯性和腔体容积效

应共同控制的低频振荡，通常可表现为 Helmholtz 振荡。它不仅会改变腔内压力水平，还会对火焰前

锋施加周期性交替的速度场和加速度场，使火焰位置、形状和传播速度发生相应变化[25, 36, 49]。

除了低频 Helmholtz 振荡，受限空间爆炸后期还可能出现高频声学耦合现象。按照燃烧不稳定性

理论中的 Rayleigh 准则，当热释放波动与声压波动在相位上有利于向声场输入能量时，声压振幅可

能持续增长并形成自激振荡[51]。对受限空间爆炸而言，火焰面积和热释放率的非定常变化既可能响

应声波扰动，也可能反过来增强腔体声学模态，从而形成火焰、声波和压力振荡之间的耦合[49, 

51]。Bauwens 等[49]指出，泄压爆炸后期复杂压力峰与火焰失稳和声学响应密切相关；相关可视化研究

也表明，泄压后的低频振荡可使火焰前锋在泄压口附近发生往复运动；而高频压力振荡常出现在火

焰前锋接近壁面并与反射压力波、腔内声波相互作用的阶段，反映了火焰前锋、压力波和腔体声学

模态之间的耦合过程[36]。

对于小长径比空间而言，Helmholtz 振荡与高频声学耦合往往不是彼此割裂的。前者控制整体容

积交换与低频压力摆动，后者反映局部热释放与声波之间的相位匹配；在某些工况下，低频往复流

动会改变火焰位置、喷射强度和局部流速分布，为高频声学模态的建立提供边界条件，从而形成低

频驱动—高频放大的复合振荡过程[36, 49, 51]。因此，小长径比泄压爆炸后期压力历程中的振荡峰，通

常不宜简单归因于单一声学模态或单一容积振荡，而应结合腔体几何、泄压口尺度、火焰位置、热

释放波动和内外流动交换过程综合分析。

3.1.3 外部爆炸及反压反馈
外部爆炸—反压反馈是小长径比泄压爆炸最具特征性的耦合机制之一。其核心过程可概括为未

燃气体喷出—外部可燃云形成—外部再燃/爆炸—逆向压力梯度建立—反压回传的内外联动反馈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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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泄压初期，未燃混合气体可能先于主火焰经泄压口排出，在外部形成局部可燃云；随后，喷射火

焰或后续火焰到达外部云团并将其点燃，形成外部再燃甚至局部外部爆炸。当外部压力迅速升高并

接近或超过泄压口附近的内部压力时，泄压口两侧压差发生削弱、反转或振荡，外部压力波和高温

燃烧产物可能向腔内回传，进而抑制后续泄放、压缩内部未燃气体并改变腔内火焰传播状态。

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证实了这一内外联动过程。Ferrara 等[32]在泄爆导管研究中指出，内部爆炸

与外部爆炸并非简单先后串联，而是存在显著相互作用，外部压力的建立会改变内部流动和后续燃

烧状态。Bauwens 等[25]进一步指出，外部爆炸引起的反压可能改变峰值压力，并通过火焰受压和火

焰面失稳等过程促使火焰再次加速。Molkov 等[107]提出的相干爆燃概念也表明，在特定泄压条件下，

内部火焰、外部可燃云燃烧和压力反馈可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燃烧过程。Li 等[35]、Guo 等[29]以及

Luo 等[42]的实验研究则说明，浓度、点火位置、泄压口位置、障碍物和爆破膜开启压力等因素，会

改变外部云团形成、外部火焰传播和外部压力峰特征，进而影响外部爆炸对内部压力历程的作用程

度。

外部爆炸及反压反馈的主控环节在于外部可燃云的形成、点燃时序及外部压力向腔内的反馈过

程。Rayleigh–Taylor 类失稳并非外部爆炸—反压反馈的主导链条，但外部爆炸形成的反压和返回压

力波可改变火焰前锋的加速度状态，从而为 Rayleigh–Taylor 类界面失稳提供触发条件，即在火焰受

到反压或返回压力波作用并经历减速、压缩或逆向加速度时，进一步放大火焰褶皱和燃烧速率的次

级机制[25, 32]。因此，外部爆炸—反压反馈应首先理解为室内泄压排放、外部再燃和压力回传之间的

内外耦合过程，而不是单纯的火焰面失稳问题。

Wang 等[2]在小长径比 L 形泄压空间中的二维实验进一步表明，外部二次爆炸可显著影响后续火

焰释放过程，并在特定泄压口—点火位置关系下诱发火焰回返和火焰碰撞。如图 6 所示，火焰经泄

压口喷出后，外部二次爆炸和局部压力反馈会改变原有火焰释放方向，使火焰出现回返、碰撞和不

稳定燃烧等现象。这说明外部再燃并非仅发生在腔外的附属燃烧过程，而可能通过反压和压力梯度

重新组织腔内外火焰传播路径，使外部燃烧、内部火焰释放和压力反馈形成双向耦合。

因此，分析泄压爆炸时，外部爆炸及反压反馈不应只作为泄压后的附属现象，而应作为影响主

导压力峰、火焰再加速和结构破坏分布的重要耦合机制。在多室或复杂连通空间中，门洞、走廊和

相邻房间还可能形成类似内部泄压—局部再燃—压力回传的跨区反馈路径，使外部爆炸机制扩展为

不同空间之间的二次燃烧和压力重分配过程。

图 6 小长径比 L形泄压容器内甲烷—空气预混爆炸火焰图像与传播示意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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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Flame images and propagation schematic of premixed methane–air explosions in a small length-to-diameter L-shaped 

vented vessel

3.1.4 障碍物诱导的流动—燃烧正反馈
障碍物、家具和设备拥塞是建筑室内爆炸中最常见的流场重构因素。未燃气体和火焰绕过障碍

物时，会在障碍物前方形成压缩流，在侧边形成高速剪切层，在后方形成尾流和回流区。这些流动

结构会改变火焰前锋附近的速度分布、湍流强度和火焰面受拉伸状态，使火焰面由相对光滑逐渐转

向褶皱、折叠和局部破碎，从而增大有效火焰面积和质量燃烧速率。已有大尺度泄压爆炸和家具拥

塞试验表明，障碍物的作用不仅取决于体积阻塞率，还与障碍物是否位于火焰传播路径上、障碍物

形状、面积阻塞率、间距以及尾流中未燃气滞留状态密切相关。

从流动不稳定性角度看，障碍物附近形成的强剪切层可诱发 Kelvin–Helmholtz（K–H）类失稳。

当障碍物两侧或障碍物后方存在明显速度差时，剪切层可能卷起并形成涡结构和再循环区；火焰进

入这些区域后，火焰前锋会被拉伸、折叠并与尾流湍流相互作用，进一步提高局部热释放速率和压

升速率[44-47]。因此，障碍物诱导的流动—燃烧正反馈可概括为障碍物/拥塞—剪切层与尾流形成—火

焰褶皱和折叠—燃烧速率提高—压力梯度增强—前方流动进一步加速的链条。

障碍物效应还会与泄压边界发生耦合。Pang 等[46, 47]关于厨房天然气爆炸的研究表明，拥塞与泄

压面之间存在明显协同作用；大尺度泄压爆炸研究也显示，在给定拥塞条件下，泄压口尺寸会同时

影响内部火焰速度、障碍物尾流湍流强度和外部爆炸过程。这说明障碍物效应并不局限于腔内火焰

加速，还可能通过改变泄压射流结构、外排未燃气分布和外部爆炸强度，间接影响多峰压力结构。

因此，障碍物不宜被简单视为提高湍流度的单一因素，而应理解为把火焰传播路径、局部流动

组织和压力演化直接耦合起来的关键放大器。其作用首先表现为腔内火焰面增皱、尾流湍流增强和

燃烧增压峰放大；在泄压条件下，还可能进一步改变喷射火焰、外部爆炸峰和后期振荡峰的形成条

件。因此，在分析火焰—流动—压力耦合机制时，应同时考虑障碍物的几何尺度、布置位置、间距、

面积阻塞率及其与泄压口和门洞的相对关系。

上述机制表明，Rayleigh–Taylor 类失稳、Helmholtz 振荡与声学耦合、外部爆炸—反压反馈和

障碍物诱导的流动—燃烧正反馈，分别从界面失稳、腔体振荡、内外压力反馈和局部湍流增强等角

度，解释了小长径比受限空间中火焰—流动—压力耦合的典型表现。表 3 进一步对上述典型耦合机

制及其主要特征进行了归纳。

表 3 小长径比受限空间中典型火焰—流动—压力耦合机制及其主要特征

Table 3 Typical flame–flow–pressure coupling mechanisms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in low-aspect-ratio confined spaces
耦合机制 典型场景 触发条件 主导物理过程 主要火焰响应 主要压力响应 代表文献

Rayleigh–Taylor类失稳
外部反压作用区、反射压

力波作用区、火焰减速区

密度界面存在；不利加速度作用；

界面扰动被放大
密度界面扰动放大

火焰面起伏、卷曲、褶皱

化、局部破碎

局部燃烧增强，后期压力

波动或压力再增长

[104-106, 
108]

Helmholtz振荡与声学耦合
泄压腔体、空腔—颈口结

构、残余火焰区

腔体—泄压口周期质量交换；热释

放波动与声压波动相位耦合

腔体振荡与声学模态

激发

火焰前锋往复运动，残余

火焰周期扰动

低频 Helmholtz振荡，高

频声学压力峰

[25, 36, 49, 
51]

外部爆炸—反压反馈
泄压口外部、窗外空间、

半开口外部空间

未燃气外排形成可燃云；喷射火焰

点燃外部气云；外部压力回传

外部再燃产生反压，

改变内外压差

喷射火焰、外部火焰、火

焰回返或释放受阻

外部爆炸峰、二次压力峰、

峰值合并

[25, 29, 32, 
35, 42]

障碍物诱导正反馈
障碍物尾流区、剪切层、

回流区、家具/设备拥塞区

火焰进入湍流区；尾流和剪切层增

强；火焰面积增大

尾流、剪切层和回流

区增强火焰面积

火焰褶皱、折叠、加速传

播

压升速率增大，燃烧增压

峰增强
[44-47]

3.2 耦合演化过程

火焰—流动—压力耦合并非由单一机制在全过程中持续主导，而是随火焰传播、边界响应、流

场重构和压力波往复发生阶段性转换。Rayleigh–Taylor 类失稳、Helmholtz 振荡与声学耦合、外部爆

炸及反压反馈、障碍物诱导正反馈等机制，往往在不同阶段被触发，并通过火焰面变形、诱导流增

强、泄压排放和压力反馈相互叠加。因此，仅从单一机制角度难以完整解释压力峰形成、火焰再加

速和后期振荡等现象，还需要从时间演化过程分析各机制之间的先后关系和耦合路径。

从整体过程看，受限空间气体爆炸通常经历由弱耦合向强耦合、由局部燃烧向全空间响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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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压力增长向多峰振荡发展的过程。这类爆炸可概括为初始燃烧与诱导流形成—局部湍流增强与

火焰加速—泄压喷射与外部再燃反馈—后期振荡衰减的阶段性演化过程。

3.2.1 初始燃烧与诱导流形成
爆炸初期，点火源附近首先形成层流或弱湍流火核，火焰前锋相对光滑，热释放率和压力上升

均较缓慢[68, 109]。此时，火焰传播主要受混合气体浓度、初始温度、初始压力和局部点火能量控制，

火焰—流动—压力之间仍处于弱耦合状态。因此，该阶段的主要特征并非强烈火焰加速，而是火核

建立、早期热膨胀和初始压力扰动的形成。

但即使在初始阶段，燃烧放热引起的气体热膨胀已经开始压缩前方未燃气体，使其向远端壁面、

泄压口或相邻空间运动，并在腔体内部建立最初的诱导流[110, 111]。这一诱导流的方向和强度对后续发

展具有基础作用：若其主要指向泄压口，则火焰可能较早被泄放流牵引并形成喷射火焰；若其受壁

面或障碍物阻挡，则可能在局部形成回流、剪切层或尾流区，为后续火焰褶皱化和加速创造条件。

因此，诱导流不仅是燃烧产物膨胀的结果，也是后续流场重构和火焰形态变化的初始动力条件。

与长管道中较规则的轴向初期传播不同，小长径比空间内火焰从一开始就更容易受到周围壁面

和边界的多向约束。由于火焰到壁面、泄压口或内部构件的距离较短，早期诱导流往往不是单一轴

向流动，而是同时指向壁面、泄压口、门洞和障碍物周围空隙。这种多方向诱导流会使火焰前锋更

早受到拉伸、偏折和局部剪切作用，并成为后续二维/三维耦合增强的起点。

3.2.2 火焰加速与压力上升
随着火焰继续传播，火焰前锋逐渐由初期相对光滑状态转变为受拉伸、褶皱和局部扰动影响的

非定常结构，火焰表面积和质量燃烧速率随之增大，系统进入火焰加速与压力快速上升阶段[12, 112-

115]。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不是单纯的火焰前锋位移加快，而是火焰面积增长、局部湍流增强和热释

放率提高共同导致的燃烧强化。在受限空间内，燃烧产物膨胀会持续推动前方未燃气体运动，诱导

流与壁面、障碍物、泄压口或连通口相互作用后，可进一步改变火焰前锋附近的速度分布和湍流强

度[75, 81]。

局部边界和障碍物作用是该阶段火焰加速的重要来源。壁面反射可改变未燃气体压缩状态，泄

压边界会牵引火焰向开口方向拉伸，障碍物尾流和局部剪切层会促使火焰面发生褶皱、折叠和卷曲，

门洞或连通口则可能形成局部高速流动并改变火焰传播方向[44-47, 115]。因此，该阶段的火焰加速通常

表现为局部、多方向和阶段性增强，而不是单一方向上火焰速度的持续增长。从流动—燃烧耦合角

度看，其基本过程可概括为诱导流增强—局部剪切/尾流形成—火焰面褶皱化—燃烧速率提高—压力

梯度增大。

火焰加速与压力上升之间并非单向因果关系。火焰面积增大和热释放率提高会推动压力快速上

升，而压力升高又会增强未燃气体压缩和诱导流动，进一步改变火焰前锋形态和传播速度。这一正

反馈过程可表现为火焰加速—热释放增强—压力升高—诱导流增强—火焰进一步变形和加速。从载

荷表现看，该阶段通常对应压升速率增大和燃烧增压峰形成，是判断局部障碍物、泄压边界和连通

口是否诱发耦合增强的重要阶段。

3.2.3 泄压喷射、外部再燃与压力回馈
当腔内压力达到泄压构件开启条件后，未燃混合气体和高温燃烧产物经泄压口外排，火焰在排

放诱导流牵引下向开口方向拉伸并形成喷射火焰，系统进入泄压喷射阶段[25, 29, 35, 36]。与前一阶段主

要由腔内火焰加速和压力增长控制不同，该阶段的关键变化在于泄压边界由单纯的压力释放通道转

变为室内外质量、动量和压力交换界面。因此，泄压开启不仅会降低腔内压力，也会改变未燃气体

外排量、外部可燃云形成条件和火焰穿越泄压口后的传播状态。

在泄压喷射过程中，先期排出的未燃混合气体可在外部形成局部可燃云；当喷射火焰或后续火

焰到达外部云团后，可能触发外部再燃甚至局部外部爆炸[25, 32, 36]。若外部再燃较强，外部压力波和

反压会削弱或短时反转泄压口两侧压差，抑制后续泄放，并可能改变腔内未燃气体压缩状态和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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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方向。因此，泄压过程并不必然表现为单调减压，而可能在外部再燃、反压回传和腔内后续燃

烧共同作用下形成新的压力峰或增强已有压力峰。

已有研究表明，点火位置、混合气浓度、泄压面积、泄压开启压力、障碍物和泄压口位置等因

素，都会改变喷射强度、外部可燃云规模、外部火焰传播和压力峰结构[29, 35, 36, 42]。其中，泄压开启

压力会影响泄压时刻和外排动力过程；点火位置会改变火焰到达泄压口的时间和外部可燃云点燃时

序；泄压面积和障碍物布置则会影响喷射流形态、外排未燃气量及外部再燃强度。若外部再燃发生

时腔内燃烧尚未结束，压力回馈便可能与腔内火焰加速、障碍物诱导湍流和后期振荡过程相互叠加，

使压力峰时序和主导峰来源发生改变。

因此，泄压喷射、外部再燃与压力回馈是连接腔内火焰加速和后期振荡衰减的关键过渡阶段。

其本质不是泄压后压力降低的单向过程，而是室内燃烧、泄压排放、外部再燃和压力回传之间的非

定常耦合过程。在多室连通空间中，门洞、走廊或相邻房间还可能起到类似内部泄压口或二次喷射

通道的作用，使压力和质量交换由单一室内—室外边界扩展为多路径跨区耦合过程。这部分跨区反

馈机制可在后续多室复杂场景中进一步展开。

3.2.4 后期振荡衰减与耦合终止
在主燃烧阶段结束、反应物逐渐耗尽后，系统仍可能保持一段时间的振荡响应。此时，低频

Helmholtz 振荡、反射压力波和高频声学模态可能继续作用于残余火焰面和高温产物区，使局部热释

放、火焰形态和压力信号出现衰减型波动[49, 51, 116-118]。因此，后期振荡并非单纯的压力尾波，而是残

余热释放、腔体声学响应、泄压边界和气体回流共同作用下的衰减型耦合过程。

耦合终止并不等同于某一测点压力开始下降。只有当残余火焰活动明显减弱、泄压口或连通口

处的往复流动基本消失、腔内外压力振荡同步衰减时，火焰—流动—压力之间的强耦合才可认为逐

步终止。在多室连通结构中，相邻空间中的残余燃烧、回流或门洞射流仍可能诱发局部压力波和短

时火焰再加速[15-17, 49]。因此，判断耦合过程是否结束，应结合不同测点压力衰减、残余火焰活动和

室间流动状态综合分析。

后期振荡虽不一定控制整体结构破坏，但其工程意义不应忽略。高频压力振荡可能提高局部压

升速率，低频往复流动和压力摆动则会延长结构受载时间，二者均可能增加局部门窗、玻璃、轻质

隔墙和连接件的损伤风险。因此，在描述爆炸全过程时，后期振荡不宜被简单视为主燃烧后的尾声，

而应作为火焰—流动—压力耦合链条的衰减阶段进行分析。从载荷表征角度看，该阶段有助于完整

描述爆炸载荷持续时间、正相冲量和局部构件持续受载特征。

3.3 复杂建筑空间气体爆炸耦合过程模拟

复杂建筑空间中的气体爆炸通常不是单一腔体内均匀预混气体的简单燃烧过程，而是非均匀气

体分布、室内障碍物、动态泄压边界、多室连通和外部再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非定常过程。在此类

场景中，火焰传播路径、压力波传播路径、泄压排放路径和外部燃烧路径相互交织，直接影响压力

峰出现时刻、主导峰来源和空间破坏分布。大型全尺寸实验虽然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建筑场景，但受

试验成本、安全风险、场地条件和测量布置限制，难以系统覆盖不同房间布局、泄压路径、点火位

置、障碍物布置和浓度分布等多因素组合[15, 46, 47, 119]。因此，复杂建筑空间气体爆炸数值模拟不仅用

于预测峰值超压，更重要的是服务于压力时程、火焰传播路径、流场重构和主导压力峰形成机制的

联合分析。

复杂建筑场景的数值模拟还面临尺度转换和模型可信度问题。小尺度或中尺度研究能够较好地

分离火焰失稳、障碍物致湍、泄压喷射和外部再燃等基本机制，但其结果不能简单按几何比例放大

后直接用于真实建筑场景。爆炸相似性需结合爆炸类型和主控过程具体判断：对于高能炸药形成的

冲击波，Hopkinson–Cranz 比例距离 可在一定条件下用于冲击波载荷缩尺；但气体泄压爆𝑍= 𝑅 𝑊1 3

燃属于火焰传播、湍流生成、泄压排放和外部再燃共同控制的反应流动过程，不能简单采用单一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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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相似准则直接外推[120, 121]。在封闭均匀预混条件下， 可用于表征标准条件下的爆𝐾G= 𝑉
1 3(𝑑𝑝 𝑑𝑡)max

炸严重度[122]；在泄压爆炸中， 、泄压比、燃料反应性、膨胀比和湍流因子等参数可用于建立Av 𝑉
2 3

工程关联[121, 123]。但对于建筑室内小长径比/多室空间而言，点火位置、障碍物/拥塞、门窗泄压、室

间连通、动态边界和外部再燃等因素可能改变主导压力峰来源和火焰传播路径。因此，这类空间的

模拟不能只追求几何相似或峰值相似，还应关注主导物理过程是否一致，包括压力峰来源、火焰到

达关键边界的时刻、泄压喷射方向、外部再燃强度和主要流场结构等。

基于上述特点，复杂建筑空间气体爆炸宜采用分层研究思路。小尺度和中尺度实验/数值模拟适

合用于识别基本机制和开展参数敏感性分析，大尺度实验适合用于检验尺度效应和复杂边界影响，

建筑尺度工程 CFD 模拟则适合用于评估真实房间布局、泄压路径和多室连通条件下的爆炸演化规律。

不同尺度之间不宜通过单一几何比例直接换算，而应通过机理识别—参数校核—场景验证的路径，

建立压力时程、火焰传播路径、流场结构和主导压力峰之间的一致性。因此，复杂建筑空间气体爆

炸模拟的重点应由单一峰值预测，转向多尺度数据、多模型方法和多验证指标的协同使用。

3.3.1 典型建筑场景的耦合过程模拟
复杂建筑空间气体爆炸模拟通常围绕多室互连、室内拥塞和泄压外部火焰等典型场景展开。这

三类场景分别突出空间连通、内部障碍物和内外泄压反馈三种耦合路径：多室互连空间关注压力波、

未燃气体和火焰的跨室传递；厨房和设备间等拥塞空间关注障碍物诱导流场重构与火焰加速；带泄

压口空间则关注泄压喷射、外部再燃及反压反馈[15, 32, 36, 46, 47]。这些场景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在实际建

筑爆炸中经常相互叠加，因此可作为复杂建筑空间耦合过程模拟的基本对象。

多室互连空间模拟主要关注压力波、未燃气体和火焰在不同房间之间的传递过程。Pedersen 等
[15]以大尺度双室泄压爆炸为对象开展 FLACS 模拟，并与实验压力时程和火焰发展过程进行比较。该

类研究表明，多室空间中的压力峰不一定由点火室内燃烧单独控制，而可能由门洞质量交换、相邻

室燃烧、流动反转和外部泄压共同作用形成[15]。因此，多室模拟不应只比较整体最大超压，还应关

注不同房间压力峰时序、火焰到达门洞时间、门洞流向变化和相邻室压力增长过程。

厨房和房间拥塞模拟主要关注室内障碍物、设备和家具对局部流场和火焰传播的调控作用。

Pang 等[46]以典型中国民用厨房为对象，采用 CFD 方法研究天然气泄压爆炸过程中拥塞对流场参数的

影响；Pang 等[47]进一步研究大尺度拥塞与泄压面的相互作用，说明室内障碍物不仅改变火焰传播模

式和局部流场，还会影响泄压口外部火焰和超压发展。这类研究说明，房间、舱室等建筑空间不能

简单用空腔模型代替；障碍物几何、空间布置、泄压口位置及火焰传播路径共同决定局部湍流生成、

火焰加速和压力峰形成[45-47]。

泄压外部火焰与反压反馈模拟主要关注室内燃烧与室外燃烧之间的耦合。泄压开启后，外排未

燃混合气、喷射火焰和外部可燃云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导致外部再燃或外部爆炸，并进一步影响内

部泄放和压力峰形成[32, 36]。对于该类问题，简化泄压模型或计算平台可用于泄压面积、容器形状、

点火位置和燃烧速度参数的快速筛选，但其空间分辨能力有限，难以解析外部可燃云形态、门洞射

流、障碍物尾流和多室流动反转等三维过程。因此，涉及外部再燃和反压反馈的建筑场景，应将简

化模型与工程 CFD 或实验数据结合使用。

综合来看，现有模拟研究已从理想单室容器逐步扩展到互连房间、厨房拥塞、泄压外部火焰和

复杂边界等建筑相关场景。但不同研究在尺度、燃料、边界条件、障碍物处理和验证指标上差异较

大，结果之间的横向比较仍不充分。后续模拟研究应加强过程性表征：不仅比较峰值超压，还应比

较压力峰时序、火焰传播路径、外部火焰形态、关键流动方向和主导压力峰来源，从而识别不同建

筑场景下火焰—流动—压力耦合机制的差异。

3.3.2 面向耦合过程的数值模型、燃烧模型及适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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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场景需求，复杂建筑气体爆炸模拟按研究目的、空间分辨能力、火焰模型复杂度和障

碍物处理方式，可概括为低维/工程关联模型、工程 CFD 模型和高分辨率 CFD 模型。不同模型之间

的差异并不只是软件平台不同，更根本的是其控制方程、湍流封闭方式、燃烧/火焰模型、障碍物处

理方法和尺度适用范围不同。因此，模型选用应服务于具体耦合过程的识别，而不宜仅依据软件名

称或计算精度等级进行判断。

低维/工程关联模型通常基于质量守恒、能量守恒、经验火焰速度和泄放流量关系，用于快速评

估泄压面积、容器形状、点火位置和燃烧速度表达式等参数影响[124]。这类模型计算效率高，适合泄

压参数初筛、趋势判断和工程初判，但由于缺少空间分辨能力，难以描述门洞射流、障碍物尾流、

外部可燃云形成和多室流动反转等三维过程。因此，其适用边界主要在单室或简化泄压条件下的参

数敏感性分析，不宜单独用于解释复杂建筑空间中的火焰路径转移和主导压力峰转换。

工程 CFD 模型适合建筑尺度多室、拥塞和复杂泄压路径模拟，可在可接受计算成本下考虑复杂

几何、障碍物诱导湍流和火焰传播路径。FLACS 在大尺度双室泄压爆炸和建筑类多室场景模拟中已

有应用[15]；Pang 等[46, 47]的厨房模拟也体现了工程 CFD 在房间布局、拥塞和泄压耦合分析中的作用。

这类模型的优势不在于完全解析所有小尺度火焰结构，而在于能够比较不同房间布局、泄压路径和

拥塞条件下的火焰传播路径、压力峰时序和主导危险区域。因此，工程 CFD 的可信度不应只由峰值

超压的吻合程度判断，还应结合压力峰时序、火焰到达时间、关键流动方向和外部火焰形态等过程

性指标进行校核。

在工程 CFD 中，孔隙分布阻力方法（Porosity Distributed Resistance，PDR）可用于处理拥塞区域

中大量小尺度障碍物对流动和燃烧的平均化影响[125]。该方法通过孔隙率、阻力项和火焰面积输运等

方式，将亚网格障碍物对流动阻滞、湍流生成和火焰加速的影响等效引入计算过程，从而降低建筑

尺度或工程尺度模拟的计算代价。但由于局部障碍物边缘、剪切层、尾流涡结构和细尺度火焰褶皱

被平均化处理，PDR 方法更适合拥塞区域的等效表征和场景对比，不适合替代高分辨率模型开展局

部剪切层、障碍物尾流燃烧和真实家具局部效应的机理分析。

高分辨率计算流体力学模型，如大涡模拟（large eddy simulation，LES）方法，更适合局部机理

解析，例如障碍物尾流燃烧、泄压口附近剪切层、外部再燃、压力波—火焰相互作用和局部火焰褶

皱化[32, 107]。这类模型能够提供更细致的瞬态速度场、涡结构、火焰面形态和热释放分布，有助于解

释工程 CFD 难以分辨的局部耦合机制。但其计算成本高，且对网格分辨率、亚网格燃烧模型和边界

条件敏感，尚难直接用于大量真实建筑场景的工程评估。因此，高分辨率 CFD 更适合作为关键局部

过程的机理解析工具，用于补充和解释工程 CFD 结果，而不是替代工程尺度场景模拟。

由此可见，复杂建筑空间气体爆炸不宜依赖单一模型完成从参数筛选、场景评估到机理解释的

全部任务。更合理的做法是采用分层模拟思路：低维/工程关联模型用于泄压参数初筛和敏感性分析，

工程 CFD 用于建筑尺度场景对比和主导危险区域识别，PDR 方法用于工程 CFD 中拥塞区域的等效

处理，高分辨率 CFD 用于关键局部过程的机理解析。模型可信度应结合压力峰时序、火焰到达时间、

火焰传播路径、泄压喷射、门洞流向和外部火焰形态等过程性指标综合判断。换言之，复杂建筑空

间气体爆炸模拟的核心不是追求某一模型对峰值超压的单点吻合，而是检验模型是否能够合理再现

主导耦合过程、关键火焰路径和压力峰形成顺序。

综合上述分析，表 4 比较大长径比管道与小长径比空间在几何约束、火焰传播方式、流动结构、

压力响应和模拟关注重点等方面的差异。前者更强调轴向火焰加速、压力波沿程传播和极端条件下

的 DDT 风险；后者则更突出短距离边界反馈、多方向火焰传播、泄压喷射、外部再燃、障碍物诱导

湍流和跨室传播等过程。

表 4 大长径比管道与小长径比空间火焰—流动—压力耦合演化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s in flame–flow–pressure coupling evolution between long ducts and low-aspect-ratio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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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项 大长径比管道 小长径比空间

几何特征 轴向尺度占优，传播方向相对明确 长、宽、高尺度接近，边界作用更早介入

代表场景 管道、隧道、巷道、长通道 厨房、住宅房间、设备舱、多室连通空间

火焰传播特征 以一维或准一维轴向传播为主 二维/三维多方向传播，路径依赖性强

火焰加速方式 沿程湍流累积、障碍物周期扰动、压力波推进 壁面反射、泄压牵引、障碍物尾流、门洞射流和外部反压诱发局部加速

主要流动结构 边界层、轴向压缩波、障碍物尾流 回流区、剪切层、泄压射流、跨室喷射、外部反压

压力响应 沿程发展，压力波累积明显，极端条件下可能发生 DDT 多峰、空间非均匀、主导峰易转换，不同空间峰值时序可能不同

典型控制因素 管长、管径、障碍物间距、堵塞率、初始湍流 点火位置、浓度分布、泄压口、门窗、家具/设备、多室连通

耦合机制 火焰加速—压力波增强—湍流反馈，必要条件下向 DDT发展
泄压喷射—外部再燃—反压反馈；障碍物诱导正反馈；跨室射流耦合；

Helmholtz振荡与声学耦合

模拟关注重点 火焰加速距离、压力波传播、DDT风险 压力峰来源、火焰路径、泄压喷射、跨室传播、局部破坏分布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本文围绕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体爆炸研究进展，从超压演化及载荷表征、火焰传播行为、火焰

—流动—压力耦合机理、关键调控因素及复杂建筑场景模拟等方面，对相关实验、理论和数值研究

进行了系统梳理。综合现有研究可知，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体爆炸的本质特征，不是单一腔体内火

焰的简单传播，而是有限空间内火焰、压力波、诱导流、泄压边界、障碍物和空间连通共同作用下

的非定常耦合过程。其危险性不仅取决于峰值超压，还取决于压力峰来源、火焰传播路径、泄压时

序、外部再燃、跨室传递和结构受载过程。主要结论如下。

（1）小长径比受限空间气体泄压爆炸超压演化具有阶段性、多峰性和主导峰转换特征。泄压构

件开启、外部可燃云再燃、腔内火焰面积增长、障碍物诱导湍流、负压回吸以及 Helmholtz 振荡等过

程均可能形成特征超压峰。不同工况下，初期泄放峰( )、外部爆炸峰( )、燃烧增压峰( )和振荡压P1 P2 P3

力峰( )以及跨室传播诱发的次级压力峰均可能成为主导峰。因此，该类爆炸载荷不宜仅用峰值超压P4

表征，还应结合压升速率、正相持续时间、冲量、特征峰出现时刻及空间分布综合评价。

（2）火焰传播表现出由规则扩展向受限变形、喷射拉伸、褶皱加速和跨区传播转变的特征。在

建筑房间、舱室和多室连通空间中，火焰较早受到壁面、泄压口、障碍物、门洞和相邻空间的共同

扰动，难以保持长距离、单方向的规则传播。火焰传播速度也不应简单等同于层流燃烧速度，而应

区分层流燃烧速度、表观火焰速度和湍流火焰速度，并结合火焰前锋位置、火焰面积、局部湍流和

泄压诱导流进行解释。

（3）火焰—流动—压力正反馈是超压增强、火焰加速和后期振荡形成的核心机制。燃烧放热引

起气体膨胀、压力波和诱导流形成；压力波和诱导流又可通过压缩未燃气体、改变火焰面形态、诱

发界面失稳和重构局部流场反向强化燃烧。Rayleigh–Taylor 类失稳、Helmholtz 振荡与声学耦合、外

部爆炸—反压反馈、障碍物诱导正反馈以及门洞/连通口射流耦合，是解释复杂压力峰、局部火焰加

速和跨区传播的重要机制。这些机制往往不是孤立发生，而是在泄压开启、外部再燃、障碍物尾流

和室间压差变化过程中相互叠加。

（4）真实建筑空间气体爆炸的主导路径和破坏模式由多因素耦合决定。混合气体浓度及空间分

布决定可燃反应区和反应潜力；点火位置决定火焰到达泄压口、障碍物或门洞的先后顺序；泄压面

积、开启压力和边界开启/失效方式决定喷射强度和外部再燃条件；家具/设备拥塞和多室连通则通过

尾流、剪切层、门洞射流和流动反转进一步放大耦合强度。因此，真实建筑爆炸不宜用单一浓度、

单一泄压面积或单一峰值超压解释，而应从气体分布—火焰路径—泄压时序—外部再燃—跨室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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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响应的链式过程进行分析。

（5）数值模拟已成为复杂建筑场景气体爆炸机理分析的重要工具，但模型适用边界和验证指标

仍需明确。低维/工程关联模型适合泄压参数初筛，工程 CFD 适合建筑尺度场景对比，PDR 方法适合

拥塞区域等效处理，高分辨率 CFD，尤其是 LES 方法更适合局部剪切层、外部再燃和压力波—火焰

相互作用等机理解析。复杂建筑空间模拟的核心不应是追求单一峰值超压的吻合，而应检验模型能

否合理再现压力峰时序、火焰到达时间、火焰传播路径、泄压喷射方向、门洞流向、外部火焰形态

和主导压力峰来源。

4.2 展望

尽管小长径比受限/多室空间气体爆炸研究已取得较多进展，但与真实建筑场景相比，现有研究

仍存在场景还原不足、动态边界考虑不充分、多因素耦合关系不清、模型验证指标单一和工程转化

不足等问题。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推进。

（1）加强真实建筑场景下非均匀气体分布与多室连通实验。后续研究应由均匀预混、规则单室

和理想泄压边界，逐步扩展到天然气高位聚集、液化石油气低位聚集、局部分层、跨室迁移以及动

态泄漏—点火过程。应同步获取不同房间内的压力时程、火焰到达时间、浓度演化、外部可燃云形

成和结构响应信息，以揭示非均匀气体分布条件下跨室传播、延迟燃烧和多峰压力形成机制。

（2）深化动态泄压边界与燃烧过程的耦合研究。实际建筑中的玻璃破裂、窗框变形、门扇开启、

门锁失效和轻质隔墙破坏，会导致有效泄压面积、泄放方向和喷射强度随时间变化。未来应结合高

速摄影、压力测试、构件位移测量和结构动力响应分析，研究边界开启/失效—泄压喷射—外部再燃

—反压反馈—结构受载的连续过程，并将峰值超压、压升速率、正相冲量和构件破坏阈值纳入统一

评价框架。

（3）由单因素规律研究转向多因素耦合机制图谱构建。气体浓度、点火位置、泄压面积、开启

压力、障碍物布置和多室连通状态之间存在显著交互作用。未来应明确不同因素分别控制的演化阶

段、压力峰类型和火焰传播模式，构建因素—机制—压力峰—破坏模式的映射关系。该图谱有助于

提高不同实验、不同尺度和不同模型结果之间的可比性，也可为建筑燃气爆炸风险评估提供机制化

依据。

（4）建立面向小长径比建筑空间的标准化实验数据库和模型验证体系。后续应形成包含几何参

数、浓度分布、点火位置、泄压构件、障碍物布置、压力时程、火焰图像、温度场和结构响应的标

准化数据库。模型验证应采用分层思路：低维模型用于参数初筛，工程 CFD 用于建筑尺度风险评估，

高分辨率 CFD 用于局部机理解析。验证指标应由单一峰值超压扩展为压力时程、火焰路径、关键流

动方向、外部火焰形态和主导压力峰来源的联合验证。

（5）推动机理研究向防爆设计、风险评估和事故调查转化。未来应将多峰超压结构、压升速率、

正相冲量和火焰传播路径转化为门窗、隔墙、围护结构和人员风险的分级判据；将热损伤分布、火

焰到达路径、非均匀气体层深度和压力破坏特征用于泄漏源位置、点火位置和爆炸发展路径反演。

进一步建立压力破坏证据—热损伤证据—数值反演模型相结合的事故调查方法，是连接机理研究与

工程应用的重要方向。

总体而言，小长径比受限/多室空间气体爆炸研究应由理想单室、单因素和单峰值评价，转向面

向真实建筑场景的多因素、多尺度、多物理场综合研究。只有将实验测量、图像诊断、结构响应、

数值模拟和事故证据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揭示建筑室内气体爆炸灾变演化机理，并为燃气安

全治理、防爆减灾设计和事故调查提供可靠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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